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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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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940 年代中期至 1950年代末 ,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

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

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 ,其创生 、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

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 , 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

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 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

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 , 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

“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 20 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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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mid-1950s to the end o f 1950s , the Co ld War exer ted deep , ex tensiv e influence s on the state-building in

the United S ta te s , and a histo rically unprecedented American version of Modern sta te ,“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 w as cre-

ated , and then evolving , expanding pe rsistently , in the effo r t of “making total preparation for to ta l co ld wa r”.I t repre-

sents a spectacular diverg ence f rom the dominating American po litical traditions , and constitutes one o f the majo r a s-

pects of its political transfo rma tion in the po st-World War II er a.The na tional security state invo lves no t only reor gani-

za 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 of the fo reign and defense po licy making in the fede ral g overnment , but a lso re-

shaping of the state-so ciety r elationship in a much broader domestic contex t.The uneasy evo lution o f Na 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which played the roles o f the centr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icon o 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 reflec-

ted mutually reinforcing , com plicated co-ex istence o 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nd the “ Impe rial P residency” .Set in a

bro ader historica l contex t o 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 national security sta te , toge ther w ith welfare state and

managerial sta te , constitute three majo r aspects o f the gener al , lo ng-term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and state-expansion

in the 20th century.

　　作为持续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事态 ,冷战不

只在“国际政治”或者说“国家间政治”层面上发

生 ,不只涉及外交 、“热战”和危机事件 ,不只涉及

敌对双方在政策 、战略上的互动和高层人物的决

策活动;冷战有其作为国内进程的内容 ,它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参与国家的内部生存性状和

政治经济发展态势 ,因此冷战也是一个“国家构

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这就是说 ,冷战的

政策和战略有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层面 。

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化的诸多方面均可置

于“国家安全国家”①概念之下加以认知和讨论 。

“国家安全国家”是伴随冷战而出现的美国历史

上全新的事态 。在冷战爆发和演进的同时 ,经过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将 nat ional security state译为“国家安全国家” ,非为最

佳 ,而属于取“最不坏者” 。一个译名中出现两个涵义

不等同的“国家” ,不合汉语构词法习惯。有师辈学者

曾建议笔者选用“政府” 、“政体” 、“体制”等对译 state。

实际上,笔者数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用“国家安全体

制”的译法[ 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冷战知识分子》 :

《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 10月号 , 第 28 ～ 41页] 。

但上述几个词的含义与 s tate 均有显著差别 ,不及“国

家”准确;而 n at ional security 之译为“国家安全” ,已成

通例。再者 ,这个概念的一个学术意义正在于其与“国

家构建”问题的关联 ,就此可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

国家”等并称。 所以 ,再三权衡之后, 为求准确和学术

史方面的合理性 ,仍作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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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关于国家安全组织体制的大讨论和持

续进行的政府机构的重组 ,美国的政府组织体

制 ,乃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 。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之下 ,美国在较短时

间内迅速扩张政府对外事务和军事部门的规模

并提升其重要性 ,在政府组织体制和政策制定程

序上达成政治 、军事 、外交 、内政 、经济 、情报等各

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 ,并

对国内的人力 、经济 、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实施

充分动员。内在于“国家安全国家”的范畴 ,或者

与其相连带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趋势 ,包括行政

部门特别是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扩张(所谓

“帝王式总统”),常规外交职能部门(国务院)和

专业外交官实际影响力的下降 ,军事部门和情报

部门的规模扩大 、影响力上升 ,以及政策事务中

保密规则的强化等等 。“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和扩张 ,为美国制定和推行冷战政策创造了基本

的国内政治条件和制度框架 ,也是美国在全球主

义对外战略和政策之外对冷战做出反应的基本

方面和基本内容。进而可以说 ,对内部组织体制

和动员机制的变革和建设 ,是美国冷战“大战略”

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广阔的美国历史长期运

动看 , “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

国家”共同形成 20 世纪美国以“大政府”为方向

的“国家构建”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一　冷战与美国的“国家构建” :相关学术史考察

长期以来 ,在专业性“常规智慧”支配下 ,美

国历史学各分支中被认为最具“兰克式史学”特

性的外交史研究在对冷战的考察中 ,对冷战的国

内方面和层面缺乏与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相

称的重视。特别是作为外交史主流的现实主义

的正统派 ,习惯于把冷战视为敌对双方在战略和

政策上的决策活动和往还互动 ,对政策 、战略 、事

件和人物背后的国内政治和制度因素缺乏追究

探讨。① 修正学派一般说来更重视国内利益集

团和阶级结构对对外政策的影响 ,但其特有的某

种经济决定论倾向又导致其容易忽视政府制度 、

官僚政治和国家问题 。② 这是长期以来冷战史

与“国家构建”(state-bui lding 或者 state-mak-

ing)问题缺乏必要关联 ,历史学领域里对美国

“冷战国家”(Cold War State)研究不足的基本

原因。

但是 ,另一方面 ,外交史以外各领域颇有一

些研究 ,可以为“国家安全国家”的研究提供启发

性的思想素材和问题意识。自马克斯 ·韦伯以

来 ,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一向有注重战

争和军事因素对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塑造作用的

研究传统 ,尤其是研究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查尔

斯·蒂利 ,他着眼于战争的制造 、准备和动员对

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中心制度的塑造作用 ,提出

了“战争塑造国家 , 国家制造战争”的著名论

说③,自然可有效地引申到对“冷战塑造国家”的

思考中去 。威廉 ·麦克尼尔纵论西方历史上军

事技术因素对社会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塑造和影

响 ,在题旨上与蒂利有相通之处。④ 政治学家法

里德 ·扎卡利亚考察了从内战后到 20世纪初这

段时期内美国是如何强化其将国内经济资源转

化成用于对外扩张的国家力量的机制 ,促使研究

者注意政府体制与对外政策行为相互适应的问

题。⑤

在更具体 、直接的方面 ,政治学和社会学更

有不少研究可为考察“国家安全国家”提供经验

研究的素材和思路 。“国家安全国家”有两方面

的基本问题:一是政府组织的政治学问题 ,即对

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官僚体制 、决策程序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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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有代表性的一例是 , 约翰·加迪斯对美国冷战战略的

考察完全集中于其对外的方面。约翰 ·加迪斯著 , 时

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该书原著出版于 1982

年。

沃尔特·拉费伯:《美国 、俄国与冷战(1945 ～ 2006)》

(Walter LaFeber , America , Russia , and the Cold War ,

1945～ 2006), 第 10版 ,波士顿:麦克格劳—希尔 2008

年版。

查尔斯 · 蒂利:《对欧洲国家构建的反思》(C harles

Til ly , “Reflections on th e History of Eu ropean State-

Making”),蒂利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

mat ion o f Nat ional S tates in Western Euro pe),普林斯

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5年版 ,第 42页。相关综

述参见:贾恩弗兰科·波齐:《国家形成理论》 ,凯特 ·

纳什 、阿兰·斯科特主编 ,李雪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

社会学指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01～ 104

页。

威廉·H.麦克尼尔:《追求权力:公元 1000年以来的

技术、武装力量和社会》(William H .McNeil , The Pu r-

sui t o f Power :Techno log y , Armed Forces , an d Society

since A .D.10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版。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角色之

非同寻常的起源》(Fareed Zakaria , F rom Wea lth to

Power:The Unusua l Or ig ins o f America ' s Wor ld

Ro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政治环境的问题 ,主要涉及美国联邦政府中与外

交 、军事 、情报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机构部门;二

是政治社会学问题 ,即“冷战国家”对国内人力 、

经济 、智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资源实施动员的

相关问题 ,也就是“冷战国家”和国内社会的联结

方式的问题。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政治学中有所

谓“对外政策的政治学”① ,可为历史学相关研究

直接借鉴 、吸收。冷战时期 ,一些学者(往往有政

府背景)持续关注总统权和国家安全机构(特别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合理化和决策程序的

效率问题 , 产生了大量“政策导向”的研究 。②

1950年代末 ,美国国会组建专门研究国家安全

组织的小组委员会(杰克逊小组委员会),组织了

大规模研究 ,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③对历史的

回溯性讨论往往是这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 ,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 ,具有

政治社会学取向的一些研究注意到为冷战而进

行的战争准备和动员给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带来的剧烈变化 ,尤其关注“公民防务”(Civil

Defense)和“国内战线”(Home Front)等问题 ,

其研究同时触及国家机构和基层社会两个层面

及其互动关系 。④

在不同程度上脱离常规外交史研究套路的

历史学研究中亦有切近“国家安全国家”主题的

研究。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

思和批判中 ,一些人开始追究冷战启动以来美国

政府制度层面上发生的变化 ,着重指出总统和行

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的权力过度膨胀 ,乃至

于整个对外政策机制的隐秘 、过度军事化和非民

主特性 ,“国家安全国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

出现。⑤丹尼尔 ·耶尔金在外交史之政策研究

中 ,意识到并讨论了冷战中创生的“国家安全国

家”及其背后的观念 ,使这个概念首次正式进入

外交史研究。⑥施莱辛格开发了“帝王式总统权”

(imperial presidency)这一概念 ,探究总统和行

政部门的权力扩张与冷战对外政策之间的关

系 。⑦后文将显示 , “帝王式总统权”问题与“国家

安全国家”密切相关 。此外 ,历史学家厄内斯特·

梅很早就留意对外政策制定的官僚体制 ,曾考察

二战前的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咨议程序 , 又曾

　　①　杰里尔·罗赛蒂著 ,周启朋 、傅耀祖译:《美国对外政策

的政治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罗杰·希尔斯曼

等著 ,曹大鹏译:《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

与官僚政策》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布鲁斯特· C.丹

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Brew ster C.Denny ,

Seein g A merican F oreign Pol icy Whole),芝加哥:伊利

诺伊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②　《美国政治学评论》(A merican Po li ti cal S cience R e-

v iew)和《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Annals o f the

American Acad emy o f Po li ti cal and Social S cience)都

曾组织有关专题研讨。 详见:《国防和民主社会研讨

会》 ,《美国政治学评论》(“Nation al Defense and Dem o-

crat ic Society :A Symposium , ” A merican Pol it ica l S ci-

ence Review)第 43 卷(1949年 6月号);《军人政府》 ,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 (“Mili tary Govern-

ment , “ Annalso f the American Academy o f Poli t ica l

an d Social S cience)第 267卷(1950年 1月号);《寻求

国家安全》 ,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 Search

for Nat ional Secu ri ty , “ Anna lso f the A merican Acad-

emy o f Poli t ica l an d S ocia l S cience)第 278 卷(1951

年 11月号)。

　　③　美国参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国家政策机构小组委员

会:《国家安全组织》(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Policy

Machinery of Commit 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 s ,

U.S.S enate , Organ iz ing f or Nat ional S ecuri ty), 华盛

顿:美国政府印刷局 1961年印行;杰克逊分委员会下

有关研究的一个精编文集为:亨利· M.杰克逊编:《国

家安全委员会:杰克逊小组委员会关于总统层级决策

的文件》(Henry M.Jackson , ed., The Nat ional S ecuri-

t y Counci l:J ackson S ubcommittee Pap ers on P olicy ～

Makin g at the President ial Level), 纽约:弗雷德里

克·A.普雷杰出版社 1965年版。

　　④　盖伊·奥克斯:《幻想中的战争:公民防务与美国冷战

文化》(Guy Oak es , The Ima ginary Wa r:Civ il Def ense

and Amer ican Co ld War Cu ltur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

社 1994年版;安德鲁·D.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

美国的国内战线动员 、国家扩张和公民防务(1946 ～

1954)》(And rew D.Grossm an , “Preparing for C old

War:H om e Fron t Mobilizat ion , State Expansion and

Civi l Defense in the United S tates , 1946 ～ 1954” ,社会

研究新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迈克尔·克雷格:

《掩蔽下的社会:美国的公民防务(1945 ～ 1963)》(Mi-

chael Kregg , “ Sheltering Society:Civil Defens e in the

United S tates , 1945～ 1963”),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1999年)。

　　⑤　例如 ,一个批判色彩很强 , 旨在揭露“国家安全国家”的

反民主特性的历史文献汇编是:阿森 ·G.西奥哈里斯

编:《杜鲁门总统任期:帝王式总统权和国家安全国家

的起源》(Ath an G.T heoh aris , ed., The Truman P resi-

dency :TheOr ig ins o 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Na tiona l Secur ity S tate),纽约州斯坦福维尔:厄尔·

M.科尔曼 1979年版。

　　⑥　丹尼尔·耶尔金:《破碎的和平:冷战的起源与国家安

全国家》(Daniel Yergin , S hat ter ed P eace:Th e Orig ins

o f the Co ld War and the Nat ional S ecu ri ty S tate), 波

士顿:霍顿·米福林 1977年版。

　　⑦　小亚瑟· M.施莱辛格:《帝王式总统权》(Arthur M.

Schlesinger ,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波士顿:霍

顿·米福林 1973年版;《战争与美国总统权》(Arthur

M.Schlesinger , Jr., War and American Presidency), 纽

约:W.W.诺顿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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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了当地提出当代美国政府是“冷战的产物”

的命题 。①

在“国家安全国家”问题上建立更自觉清晰

的问题意识并开展专门 、系统的研究 ,在很大程

度上是以 19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运动为背

景和条件的。“新冷战史”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在

“总体冷战”(Total Cold War)观念下强化多因

素综合的研究旨趣 ,在“外交史”和“美国史”之

间 、常规外交史议题与国内问题之间 、历史学和

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交往互

动 ,形成“超越外交史的冷战史”的态势 。② “新

冷战史”固然呈现出“国际史”特性(强调塑造对

外政策的国际动力并注重多国档案研究)强化的

趋势 ,但同时其中也有一些研究以各种方式指向

了冷战的国内层面和方面。就此而言 ,最为突出

的是“合作主义”(corporati sm , associationalism ,

corporati st synthesis),该流派一方面承袭进步

主义史学传统 ,面向国内因素 ,注重分析国内阶

级状况 、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对外政策的

影响 ,另一方面又较之老的修正学派在解释框架

和理路上更为开放 ,更强调多因素综合观点 。它

又呼应 198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

等领域“重新探究国家”③的主张 ,更着力于分析

国家本身 ,将国内阶级 、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和体制变迁的问题结合起

来 。④ 最能体现“合作主义”流派当前学术取向

的 ,正是其领军人物迈克尔 ·霍根关于杜鲁门时

期的“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的巨著 ,它将冷战史

与“国家构建”问题密切关联 ,有力地申述了“冷

战塑造现代美国国家”的主题 ,使“国家安全国

家”这一概念获得充实的学术内涵和理论价

值 。⑤ 当前流派纷呈 、议题众多的冷战史研究

中 ,“国家安全国家”不仅成为一个常见的术语标

签 ,而且也成为继续被加以深入探究的主题 。⑥

在对“国家安全国家”的专门研究之外 , “新

冷战史”中尚有众多成果可用以支撑和丰富对

“国家安全国家”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比如 ,梅尔

文 ·莱夫勒的冷战史巨著大体上关注对外政策

问题而非内部体制问题 ,但其以“国家安全”概

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及其研究理路上的综合

性旨趣与霍根的研究多有相通之处 ,对理解“国

家安全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深层机理当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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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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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季刊》(Ernest May , “ T he Development of Poli ti-

cal —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 tates , ” Po-

l it ical S cience Quarter ly)第 70 卷(1955 年 6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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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May , “ Th e U.S.Governmen t , a Legacy of the

Cold War”),迈克尔·霍根编:《冷战的终结:意义与影

响》(Michael H ogan , ed., The End o f the Cold War :

I ts Meaning and Imp l icat 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217～ 228页。

梅尔文· P.莱夫勒:《新路径 、旧解释与研究视野的重

建(主席演讲)》 , 《外交史》(Melvyn P.Leff ler , “New

Approaches , Old In terpretations , and P 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 s” , Presidential Addres s , D iplomat ic

Histor y)第 19卷(1995年春季号),第 173～ 196 页;文

安立:《新国际冷战史:三个(可能的)范式》 , 《外交史》

[ Odd Arne Westad, “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ld War:Three(Possible)Paradigms , ” Diplomat ic His-

tory] 第 24卷(2000年秋季号),第 551～ 564页。

彼得·伊文思 、D.鲁伊奇梅尔 、希达·斯考克波尔编:

《重新探究国家》(Peter E vans , D.Rueschemey er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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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系史》(Michael J.Hogan and Th om as G.P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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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n Relat ions),第 2版 ,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37～ 148页。“合作主义”流派关注“国家构

建”问题的典型例子之一是:艾米丽·罗森伯格:《传播

美国梦: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扩张(1890～ 1945)》(Emily

Rosenberg , S pread ing Amer ican Dream:A merican E-

conomic and Cu ltural E x pansion , 1890～ 1945),纽约:

希尔 &王 1982年版。

迈克尔·霍根:《铁十字:哈里 · S.杜鲁门和国家安全

国家的起源(1945 ～ 1954)》(Michael Hogan , A Cross

o 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 ins o f th e Na-

t ional S ecur ity S tate , 1945～ 1954), 剑桥:剑桥大学出

版社 1998年版。关于冷战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关

系的研究动向述评 , 详见:安德鲁 ·D.格罗斯曼:《早

期冷战与美国政治发展:对近期研究的反思》 ,《政治 、

文化和社会国际杂志》(Andrew D.Gros sman , “ The

Early Cold War and American Polit ical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Research , ” Internat ional Jou r-

nal o f Po li ti cs , Cul ture and Society)第 15卷(2002年

春季号),第 471～ 483页。

较近期的著述如:戴维·加布伦斯基:《国家安全国家

的状态》 ,《参量》(David Jab lonsky , “T he S tate of Na-

tional Secu ri ty S tate , ” Parameters)2002 ～ 2003 年冬

季号,第 4～ 20页;安娜·卡斯藤·尼尔森:《国家安全

国家:无所不在和无休止的演进》(Anna Kasten Nel-

son , “Th e Evolut ion of the Nat ional Security state:U-

biquitou s and Endless”),安德鲁 ·巴塞维奇:《漫长的

战争: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新探》(Andrew J.

Bacevich , ed., The Lon g War :A New H istory of U .

S.Nat ional Secur ity Po licy since Wor ld War I I), 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65～ 301页。



益 。① 此外 ,特别需要留意的是作为近年来冷战

史研究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冷战的科学史” ,

这些研究带有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以及意识形态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集中关注国家

基于冷战目标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动员 、利

用和塑造 ,开掘了考察“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个重

要维度 。②

通过上述学术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 , “国家

安全国家”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 ,而且

在于它对冷战史的其他诸多问题有钩沉连带的

意义 ,从而提供一个认识冷战的诸多面向 、深化

对“总体冷战”的理解和认识的重要途径。

二　二战的制度遗产与“国家安全

国家”的蓝图 ———《埃伯斯塔特报告》

　　“国家安全国家”的建立 ,是美国历史上的全

新事态 ,是对其自身政治传统的重大背离。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部分时候 ,美国政治生活中

居于统御地位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模式:美

国式“反国家主义” ,旨在限制中央政府规模和权

力 ,抑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官僚机构扩张;美

国式“反军国主义” ,戒惧和防范军队规模和势力

坐大 ,反对在和平时期保持常备军 ,相应地严格

奉行“文官控制军队”原则;对外政策方面的“孤

立主义” ,力求避免在海外卷入国际冲突 ,避免卷

入战争 。在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构建的机理和军

事因素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上 ,历史上的美国堪

称“例外” 。整个 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间歇性发

作 ,到威尔逊时期 , “国际主义”作为“孤立主义”

的对立物登台亮相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

但一战结束后 ,美国仍旧迅速退回到孤立主义 。

与此相应 ,在 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力量迅速壮

大的同时 ,其“na tion 强大 , state 虚弱”的局面未

根本改观 ,仍维持着“一个因过于虚弱而不能持

续汲取国内资源 ,同时因过于分散而不能以系统

连贯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国家(state)”③。进入 20

世纪以来 ,美国政府内部和军事部门曾有过多次

创议和努力 ,旨在强化军种之间 、外交和军事部

门之间的统筹协调 ,提高动员国内资源的制度能

力 ,但均收效不彰或归于失败 ,未引发国家体制

的重大改观 。正如厄内斯特 ·梅所说 , 直到

1930年代中期 ,美国联邦政府的设计仍然大体

上面向内部事务 ,掌管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机

构规模小 , 地位边缘 。那时的华盛顿不过是个

“和辛辛那提城一般的首都”(Cincinnatian cap-

ital),当然也远没有后来那般威武壮观的帝国中

枢气象。④

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努

力 ,首先是作为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而开

始的 。如果说战争从来就不局限于军事 ,那么二

战比以往的任何战争都更多地涉及军事以外的

内容 ,更多地涉及军事和非军事领域之间广泛 、

深刻 、复杂的互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

使美国人领略了现代总体战(T otal War)的酷烈

和复杂 ,那么二战才最终迫使美国人认真面对这

一新的世界历史因素 ,使其在对当代世界的认知

中融入了对外部威胁空前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

感。美国赢得了战争 ,但战争中暴露出美国军事

指挥体制 、政府决策体制和动员体制上的种种缺

陷 ,使得美国人做出必须为因应总体战而以前所

未有的幅度改变自身 、重建国家体制的决断。

《埃伯斯塔特报告》就是美国构筑“国家安全国

家”的蓝图和纲领。

自美国加入二战以来 ,美国政府和军队为适

应战争需要而在机构和程序上做出了诸多临时

性的变更和安排 ,其目标和方向已经显示了其后

“国家安全国家”的特性 ,成为战后国家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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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文·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 、杜鲁门政府

和冷战》(Melvyn P.Lef fler , A Prepond erance o f Pow-

er :Nat ional S ecuri ty , the Truman A dminist rat ion ,

and the Cold War),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对 “国家安全” 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解说 ,见莱

夫勒:《国家安全》(Leff ler , “National Security”),霍根 、

佩特森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 ,第 123～ 136页。

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马克· 索洛维:《引言———冷战

时期的科学和国家:模糊了的边界和有争议的遗产》 ,

《科学的社会研究》(Mark S olovey , “ Int roduction:Sci-

ence and the State du ring the Cold War:Blurred

Boundaries and a Contested Legacy , ” S ocia l S tudies

o f S cience)第 31卷(2001年 4月号);乔尔 · 伊萨克

斯:《冷战时期美国的人文科学》 ,《历史学杂志》(Joel

Issac , “T he H uman S 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 , ”

The H istorical J ournal)第 50 卷(2007年第第 3期),

第 725～ 746页。关于美国国家对社会科学进行动员

和利用 ,参见:雷迅马著 ,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

代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 ,特别是第 73～ 96页;

乔伊·伊丽莎白 ·罗德:《“社会科学家的战争” :冷战

国家里的专家知识》(Joy Eliz abeth Rohde , “`T he S o-

cial Scient ist s' War' :Experti se in A Cold War Na-

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 ,第 181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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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的基本遗产。首先 ,克服组织上的本位主义 ,强

化军种之间 、军事和非军事部门之间的统筹协

调 ,以提高决策和行动的效率 ,这方面最重要的

成果是建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陆军—

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其中前者是战后

军队体制的最高层级的制度设施 ,后者则可在一

定意义上视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 。其次 ,建

立和深化对产业和人力资源实施战争动员的体

制 ,设立了战争动员办公室(Off ice of War M o-

bilization ,后更名为 Off ice of War M obili zation

and Reconversion)、战争生产委员会(WPB)、陆

海军装备委员会(ANMB)等机构。此外 ,战争

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 ,即战略情报局

(OSS ,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其他各情报机关的

建立或壮大 ,而现代“情报共同体”(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形成反映了情报和秘密行动的重

要性增强 ,以及综合性战略情报相对于战场战术

情报的重要性上升的趋势。①

在战争期间进行制度变更和制度创设的同

时 ,美国军队和政府中展开了关于国防体制的大

辩论 ,其内容涉及:如何看待 、总结美国在二战中

决策和指挥体制上的基本经验教训 ,如何对军事

体制进行改组 ,乃至于战后应建立何种全面协调

军事和文职部门的组织体制 。这场辩论在很大

程度上以 1943年以后的所谓“军种战争”(serv-

ice w ar)为表现形式 ,在战争后期趋于白热化 。

海 、陆军之间为了在战后军事体制和资源分配格

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争相提出各自的军事体

制改组方案。陆军主张合并陆 、海军 ,建立统一

的国防部和单一的军事指挥体制 ,对美国武装力

量实施“一体化”(unification)改组;海军则主张

继承二战的主要制度遗产 ,通过跨部门机构强化

联系协调的机制 , 同时维持海 、陆军的分立 。②

为了对抗陆军方面的改组计划 ,海军部长詹姆

斯 ·福莱斯特尔(James Fo rrestal)在 1945年 6

月任命他早年的公司合伙人 、老友和私人顾问费

迪南德·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就

军事和国家安全体制的改组提出规划和建议 。

埃伯斯塔特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陆海军装备委员

会主席和战争生产委员会副主席 ,对军队和国家

体制已有诸多定见和设想 。他召集了一个研究

小组 ,其成员多兼有广泛的商界或学界背景以及

战争期间参加政府工作的经验 。③ 在进行了 3

个月的研究 、讨论 、广泛的咨询之后 ,9月 25日 ,

埃伯斯塔特向福莱斯特尔提交了最终报告全文。

10月 18 日 ,报告送呈杜鲁门总统;10 月 22日 ,

由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印发(12 月 17 日解

密)。④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内容远远超越了海军方

面维护自身地位 、阻止陆军改组方案的初衷。它本

着“为总体战而进行总体组织”(total organization

for total war)的精神 ,不限于军事组织体制 ,而是

通盘考虑军队和文职部门 、政府机构和私人部

门 ,全面规划设计战后整体的国家安全组织体制

以及永久性战争准备和动员体制。报告对美国

在战前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相关历史

经验 ,以及英 、德等国的组织体制 ,予以分析和总

结 ,申述了战后国家机构改组的必要性和基本方

略。《报告》认为 ,自一战以来 ,美国在军事 、外交

的组织体制上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中最大的弊端

在于部门和职能之间缺乏统筹协调 。《报告》要

求在“国务院和各军事部门之间 ,在军事部门和

负责产业和人力资源动员的规划和执行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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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Jef fery Dorw art , Eberstad t an d Forresta l:A

Nationa l Secur ity Par tnership , 1909 ～ 1949), 德克萨

斯学院站: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92

～ 93页。

《就陆军部 、海军部的一体化及战后国家安全组织致海

军部长詹姆斯 · 福莱斯特尔报告》(Report to Hon .

James Forrestal , S ecretary o f the Navy on Uni f 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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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以及在信息和情报的收集及其分发和使用

之间 ,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军事运用之间”建

立制度性纽带 ,实现统筹协调。①

《报告》提出十二项具体建议:(1)将军事部

门组织为三个相互协调的部 ,成立单独的空军;

(2)建立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 tional Security Counci l , NSC),作为国家安

全组织结构的“基石”(key stone),全面协调对外

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制订和执行;(3)对二战中建

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予以保留 ,以达成军种间的

协调和协同 ,并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军事

问题提出咨询和建议;(4)建立国家安全资源委

员 会 (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 ,

NSRB),负责平时和战时的工业和其他民间部

门的军事动员计划 ,并在 NSRB 下设一个顾问

委员会 ,由商业界 、产业界 、劳工和农业组织的代

表组成 ,以保持军事部门和民用经济部门之间的

密切联系;(5)建立军备委员会(Military M uni-

tions Board),掌管军事订货和后勤;(6)对现有

的跨部门机构进行研究 ,以就其重组 、合并和解

散做出决定;(7)在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采取“积

极措施” ,统筹军队 、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科技研发

活动;(8)设立军事教育和训练委员会及附属的

由教育界人士参加的顾问委员会;(9)设立中央

情报局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部门提供所需

的情报 ,并在各情报部门间居中统筹协调;(10)

“在相互协调的各军事部的组织结构上实现最大

限度的平衡” ,增强军种间在行政管理 、采购和后

勤方面的协调;(11)在行政部门(特别是 NSC和

NSRB)与国会之间保持密切联系 ,加强对外政

策和军事政策诸领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12)由

总统或国会或者两者联合任命一个委员会 ,对国

家安全问题进行整体研究。②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多方

面的。第一 , 《报告》以有力的方式阐述了战后美

国的一个基本国家目标 ,即美国必须进行前所未

有的“面向总体战的永久性战争准备” ,为此又必

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军事和外交机构实施扩

张和集中化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对国内资

源在和平时期实施动员 。而国家的动员和组织

体制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体系

完成由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转型的一个基础和

组成部分。如果不把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内容排

除在“战略”的概念之外的话 ,则我们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 ,这也是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本方面和

内容 。第二 , 《报告》以清晰具体的方式阐述了联

邦政府中与对外事务相关的组织体制的基本原

则 ,也设定了“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制度

要件 ,如国家安全委员会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

情报局以及 NSRB 等承担国内动员功能的机

构 ,均在冷战进程中延续下来并持续演变强化 ,

成为冷战政策运行的组织框架和制度平台 。第

三 , 《报告》申述和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运作方

式和实践风格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强调在战争准

备和动员中强化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

系 ,提倡在两者之间建立沟通联系的渠道和咨议

制度 ,吸纳包括学术界 、产业界等各领域的专家

及其知识资源 ,凸显了美国式的管理主义(man-

agerialism),凸显了对组织效率 、组织技术的强

调。所有这些因素均是冷战中美国动员经济 、人

力和智力资源的机制的重要因素 ,标示着美国

“国家安全国家”自身的特性 ,也昭示了美国形态

的政商关系 、政学关系的特性。第四 , 《报告》在

原则和论说上致力于维护美国的民主认同 ,其制

度设计力求使新的国家安全组织与美国权力分

割和“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相符合 ,并就防止战争

压力下权力的过度集中和“马背上的人”控制国

家的倾向提出警告。③ 就此而言 ,它标示了新生

的“国家安全国家”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连续

性 ,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构造和当时的

基本政治生态 。

《埃伯斯塔特报告》更深远的意义可以表述

为:它是申述对美国主导性政治传统构成重大偏

离和震荡的“国家安全”观念的第一个 、也是冷战

早期最重要的纲领性文本 ,为美国“国家安全国

家”奠定了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埃伯斯塔

特报告》不只是一个方案 ,而且是一个论说的文

本 ,它以大量的篇幅投入对原理和原则的讨论 ,

而且“将原则牢固地建立在研究和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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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伯斯塔特报告》 ,第 6页;霍根:《铁十字》 ,第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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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而这正是报告一再申述的主题之一。《埃伯斯塔

特报告》 ,第 15 、35～ 36 、84页。



上” ,眼光长远而广阔 ,思虑深入而周详 。① 特别

是《报告》的分析和研究部分 ,可以说综合和申述

了一战以来形成和壮大起来的 、秉持国际主义和

“自由合作主义”观点的“国家安全精英”中的共

识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出现先于通常所认为

的冷战爆发的时间 ,甚至先于美国对苏联的意图

和性质 、美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格局做出明确判断

和公开宣示 ,这一事实表明:无论是作为美国冷

战努力的基础工程 ,还是作为冷战“大战略”的一

个方面 ,《埃伯斯塔特报告》都完全有资格列入最

重要的冷战史文献之中 。

三　1947年《国家安全法》和 1949年国防重组

战后初期 ,美国对其军事和对外政策组织体

制予以改造 ,已是势在必行 。这个目标和方向在

国家精英阶层有着高度共识 ,有分歧和争议的是

改造的方式和范围 。《埃伯斯塔特报告》只是当

时国防和政府体制问题大讨论中涌现出的各种

报告和方案中的一个 ,而相关争议在《报告》问世

后也远未结束 。

当时 ,杜鲁门总统基于对军事指挥体制的效

率 、军事计划和预算的统筹管理等方面的考虑 ,

倾向于陆军“一体化”方案 ,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

部 ,与《埃伯斯塔特报告》意见相左 。1945 年 12

月 19日 ,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方案 ,将武装力量统

一到一个单一的军事建制之下 ,设国防部长和总

参谋长 。但是 ,该方案局限于军事体制 ,并不包

括关于设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

容 。② 这个方案遭到海军方面的强烈抵制。福

莱斯特尔和埃伯斯塔特进行了密集的国会游说

和广泛的“公共教育”活动 ,力争在政府内部 、国

会和社会各界取得广泛支持 ,对总统和陆军的主

张形成强有力的阻截。③

1946年 4月到 7 月 ,国会就国家安全组织

体制连续举行听证会 ,海军方面取得明显优势 。

5月 13日 ,总统在白宫召集陆 、海军部长和主要

军事将领参加的会议 ,总统从原来坚持设立总参

谋部的立场上有所退却 ,以图促成海 、陆军做出

妥协。在总统的敦促 、协调之下 , 5 月底 ,海 、陆

军部长向总统呈交一份联合报告 ,就双方分歧和

共识予以申述 。此后 ,总统 ,海 、陆军部以及国会

各方的协商讨论继续进行 ,所议范围扩展到军事

体制和军种关系问题之外 ,各方在国家安全委员

会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中央情报局 、参谋长联

席会议 、科学研究和工业动员的组织和机制等内

容上逐渐达成协议 。1947 年 1 月中旬 ,福莱斯

特尔和陆军部长帕特森达成最终协议 ,总统旋即

于 2月 26日将数易其稿后的法律草案提请国会

审议 ,之后改组方案进入第 80届国会立法程序。

1947年 7月 26日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 。

从《埃伯斯塔特报告》问世到 1947 年《国家

安全法》通过 ,是涉及总统 、各军种 、各政府部门

以及国会等各种制度主体的争论 、游说和妥协的

过程 ,也是改组方案的内容和范围发生扩张的过

程———由军事机构的组织问题扩张为联邦政府

的全面改组。《埃伯斯塔特报告》最终在各种方

案中胜出 ,实际上被国会接受为立法蓝本。两相

对照 ,《埃伯斯塔特报告》中的建议绝大部分被

《国家安全法》采纳 ,以至于《国家安全法》被视为

“埃伯斯塔特计划的修订版”④。

对照后来的诸项发展可以看出 , 1947年《国

家安全法》⑤的确构造了“国家安全国家”的基本

框架 。也可以说 , “国家安全国家”的诞生的确切

时间可以标定为 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的时

间。

1947年《国家安全法》最重要的产物是 5个

机构 ,分别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的诸项基本功

能目标:集中体现国家安全事务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空前的 、绝对的重要性 ,以及体现“国家安全国

家”组织制度之综合特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 ional Securi ty Council , NSC);体现武装力

量的一体化理念 、成为国防部前身的“国家军事

机构”(Nat ional Mili tary Establishment);体现

军队指挥系统的集中化 、作为军队最高组织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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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联席会议;承担国家和平时期对国内资源予

以动员的目标和职能的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以及

体现情报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空前重要性 ,对各部

门来源的情报进行汇总处理 、向高层决策提供情

报支持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是 1947

年《国家安全法》最重要的产物 ,它由总统 、国务

卿 、防务首长 、三军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主席作为法定成员组成 ,其职责是“就与国家安

全相关的内政 、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统筹向总统提

出建议 ,以使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机构在与国家

安全相关的事务上更有效地协作” ,成为“国家安

全国家”的中枢机构。在国防机构的设置上 , 《国

家安全法》确立了空军的独立地位 ,并设立一个

文职的“防务首长”①(Secretary of Defense ,福莱

斯特尔首任该职),统领松散的“国家军事机构” ,

协调具有内阁部地位的陆 、海 、空三个军种部 ,同

时在防务首长办公室下使二战当中建立的参谋

长联席会议继续存在 ,以强化军种间的协调 。②

中央情报局则接续了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战后

最初 的中 央 情 报组 (Na tional Intelligence

Group)的遗产③ ,承担统筹 、协调各部门情报活

动 ,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和建议。至于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虽然因《国家安全法》对其

职责界定不清导致成立后运作乏力 ,旋于 1950

年解体 ,但它作为一个高级别机构 ,代表了国家

在平时和战时动员国内经济资源为战争做永久

性准备的制度目标 ,具有不限于其自身的方向

性 、标志性意义 ,亦足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制度

和理念遗产。

经《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实施 ,美国“国家

安全国家”已经具备基本形制和架构 ,成为确定

的历史趋势 ,但制度变迁的历史并没有在 1947

年终止 。此后 ,围绕宪法原则的贯彻以及机构设

置的合理化的争论和斗争也仍然在继续 ,多个具

体机构的组织和程序 、地位和作用仍在不断发生

变化。其中最初几年关于“国家军事机构”的地

位和功能争议最为激烈 。④ 1949年年初 ,前总统

胡佛领导的一个国会专门委员会⑤即对国家安

全组织体制予以首次全面评估 ,强烈申述当下

“军国主义”的危险性 ,强调“文官控制军队”的原

则 ,对 1947年体制多有指责。⑥ 同时 ,杜鲁门总

统则在体制变动的过程中致力于维护总统特权 ,

继续推动军事体制的一体化 ,力主削弱军种的独

立性和地位 。3月 ,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修改《国

家安全法》的要求 。经过新一轮的争议和妥协 ,

当年 8月 ,《国家安全法》修正案(P.L.81 ～ 216)

通过 ,取消了三个军种部的内阁部地位及其部长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法定成员资格 ,将国家军

事机构转换为更具实权的国防部 ,并将之作为唯

一的内阁部级军事部门 ,相应地建立了统一的军

事预算体系。同时设置了在军种间承担协调职

责 、但没有军事指挥权力和在参联内部的否决权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修正案又赋予副总统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定成员资格 ,并将国家安全

委员会办公厅置于总统行政办公室之下 。经过

1949年国防重组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基干

组织设置大体稳定 ,以后的制度变更大多属于在

各主要机构内部的细微调整 ,而很少以国会立法

变更的方式进行。

“国家安全国家”的初创过程是在尖锐 、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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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6月号)。



的官僚机构的冲突和更大范围内的政治争议中

进行的 。第一 ,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部门利益 、部

门观点和本位主义 ,特别是海 、陆军之间的“军种

战争” ,军事部门和文职部门的权力争夺 ,在其中

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 ,作为战后美国高层政治中

一个突出的情况 ,总统权和官僚机构部门的龃龉

争执也以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展开 , “国家安全

国家”的扩张和总统权的扩张呈现出复杂的张力

关系。第三 ,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反国家主义 、反

军国主义势力也与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国家安

全国家”扩张的主张和趋势多有抵牾 ,并对其构

成有效限制。第四 ,在政治体制(特别是总统权)

中的非个人化和个人化因素之间 ,官僚机构的常

规化 、制度化律令和主要政府官员的个人立场和

问政风格之间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互动关

系 。凡此诸端 ,造成“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以

后的演进只能是在无休止的谈判和妥协过程中

进行 ,更造成其达成的方案在文本上往往是掩盖

分歧以求取暂时妥协 ,而多有含糊不清的用语 ,

对诸多机构的职能和运行程序以及部门间的相

互关系未能加以更为清晰的厘定 ,以至于为无休

止的细微制度变动和非正式安排和行为留下了

广阔的活动空间。

“国家安全国家”的演进和扩张是与冷战酝

酿和展开的过程相伴随的 。《埃伯斯塔特报告》

形成时 ,美国尚未对苏联的意图和性质 、美苏关

系的全面对抗格局做出明确判断和公开宣示 ,核

武器因素对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尚未充分显现 ,

冷战尚未正式启动 。《报告》力求使战后国家体

制与美国以权力分割为中心的政治传统之间保

持更多的连续性 ,偏重“协调”而不是“集中” 。它

肯定永久性战争准备和动员造成的集中化趋势 ,

但对其程度估计仍有不足。从“协调”原则立场

出发的一些考虑和制度设计 ,在以后冷战危机不

断出现 、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被证明或多

或少不合“时宜”。《埃伯斯塔特报告》之后 ,1947

年发生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危机 , “杜鲁门主义” 、

马歇尔计划和凯南的遏制理论出台;1948年发

生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和柏林危机 , 1949

年中国最终被“丢失” ,苏联爆炸了其第一颗原子

弹 , 1950 年则爆发了冷战中的第一场 “热

战” ———朝鲜战争 ,这一系列事件和事态持续提

升冷战的强度 ,造成紧迫的危机态势和威胁感 ,

为“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及其内部构造的进一

步的集中化提供了国内政治氛围和直接的动力。

四　“国家安全”理念

“国家安全”理念是二战后美国政治意识形

态和国际关系理念中的一个新的要素 ,是“国家

安全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基础 。“国家安全”

观念内涵的扩张 ,是“国家安全国家”本身之扩张

的动因和表现 。“国家安全”理念的特性是对外

部威胁的强烈感知和强调 ,对“安全”和“利益”含

义的广泛的 、高度综合性的界定方式 ,对行政权

力扩张的强烈偏好 ,以及对组织协调和一体化的

强调 。

在反国家主义 —反军国主义 —孤立主义的

三位一体模式占据美国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时

代里 ,“安全”观念大大异于后来的冷战时代 。一

般而言 ,民族国家共同体一经出现 ,则其“安全”

作为现实问题和主观理念也将出现。“安全”

(securi ty , safety ,或者 t ranquility)的概念和用

语在美国当然也还是有的 ,如在《联邦党人文集》

中 ,就有“免于外部危险的安全”(safety f rom ex-

te rnal dangers , 或者 securi ty against foreign

danger)之类的表述 。① 但长期以来美国人很少

把“国家”(national)和“安全”(security)放在一

起 ,使用“国家安全”这个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 ,美国政府内曾有人倡议建立协调国防和对外

政策的机构 , 1916 年通过《国防法》(The Na-

tio nal Defense Act),设国防委员会(Counci l of

National Defense ,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某种前身),亦不取“国家安全”一语。②

据耶尔金的语源学考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夕 ,才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国家安全”这个

概念③ ,但在 1944 年春关于军事体制问题的讨

论和国会听证中 ,这个词还很少出现。到 1945

年 1月间 ,埃伯斯塔特本人在其构想中使用的仍

然是“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而 1946年 4 月的一个国会方案也曾提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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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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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爱德华·米德 ·厄尔编:《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

ali st , Edw ard Meade Earle , ed.), 纽约:现代图书馆

1937年版 ,第 32 、204页。

《埃伯斯塔特报告》 ,第 51～ 52页。

著名政治学家厄尔(Edw ard Mead Earle)于 1941年在

普林斯顿大学召集的一次以“国家安全”为题旨的会

议 ,讨论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关系 , 被认为对“国家

安全”理念的传播有特殊意义。 耶尔金:《破碎的和

平》 ,第 194 、450～ 451页。



“共同防御委员会”(Counci l of Common De-

fense)一语。① 然而 ,到了 1946年晚些时候 , “国

家安全”一词却广泛流行起来 ,而且往往是作为

论说的出发点而使用的 。② 在 1947 年《国家安

全法》问世时 ,“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统御性用

语 ,而且被嵌入该法名称本身和两个主要机构

(NSC 和 NSRB)的名称中 。

特定语词的使用和流通背后是大有意味的 。

正如扎卡利亚所指出的 , “安全是一个伸缩性极

强的概念……几乎所有对外政策行为 ,从为了生

存而采取的小心翼翼的措施 ,到意在建立世界帝

国的野心勃勃的步骤 ,都可以(也的确)被说成是

为了寻求安全”③。厄内斯特 ·梅的考察显示 ,

“安全”概念的内涵在美国历史上是有一个流变

过程的 。从美国立国到大约 19世纪晚期 ,历任

总统大体上是从两个方面 ———即边界安全和确

保合众国的统一———来界定“安全”的内涵的;19

世纪后期 ,又开始加入西半球各共和国的独立和

国内秩序的稳定的内容 。到了冷战时期 , “安全”

变成了“国家安全” ,用以指涉在全球范围内使

“自由世界”各个国家保持独立和自由 ,以及美国

国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繁荣和健康。在此有三

点值得注意:第一 , “安全”这个概念在各个阶段

的共同点是 ,它一向被理解为既有对外成分又有

面向内部的成分 ,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被认

为是互惠的 ,有时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④第二 ,

与其对“国家利益”一词的使用一样 , “安全”概念

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容 ,有一种内涵扩张的趋

势 ,而“国家安全”一词在 1940年代中期以后的

出现和广泛流行 ,显然是这种扩张最剧烈的一段

时间;第三 ,在冷战以前的时代里 ,“安全”这个概

念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 ,成为政策 、制度体制

和理念上的一个重要的统御性名号 ,政府机构名

称中也没有出现过“安全”一词。

对“国家安全国家”的机理的认识在很大程

度上要以对“国家安全”理念的理解为基础 ,而理

解“国家安全”这个词的关键在于其综合性特征 。

一向以来 , “安全”一词因其包含了面向国内的内

容而具有比传统的“外交” 、“对外政策” 、“国防”

等概念更广泛和更综合的特性。而“国家安全”

这个新词不仅要融通外交和内政 ,还意味着:以

往的政策理念和政府体制中惯常的各个面向的

功能性划分的界限都要被打破 ,并加以综合统

揽 ,如外交和军事 ,平时和战时 ,军队和文职部

门 ,政治 、经济和军事 ,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

民间 。这个词的这种综合特性 ,正与美国的政治

精英在对战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 、对美国

的政府组织体制的设计以及“大战略”的规划上

的基本共识相一致 。《埃伯斯塔特报告》正是从

“`国家安全' 这一语汇变化了的内容和范围”⑤

来讨论问题的 ,其全部思想均指向“国家安全”作

为一个认知框架的综合性特征。着力推广这个

概念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在 1945年说:“我们

的国家安全只有在一个十分全面和综合的范围

里才能得到保障。我在这里要一以贯之地使用

的是`安全' 这个词 ,而不是`防务' (defense)。”⑥

1946年 9 月 ,福莱斯特尔在致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的信中说:“外交和军事力量纠结在一

起 ,划不出黑白分明的界限……一体化不仅仅是

陆 、海 、空三军的事 ———它是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的 、军事的和政治的力量的整体综合 。” ⑦曾任国

家安全委员会首任行政秘书的西德尼 ·索尔斯

(Sidney Souers)在 1949 年提出这样的理解:

“`国家安全'也许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观点 ,而不是

政府职责的一个具体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

整体国家政策有三个维度 ,即对内政策 、对外政策

和军事政策。就此而言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和平

时期小于作为整体的国家政策 ,而在战争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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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 第

375页;罗伯特·卡夫:《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 、国家

安全资源委员会和对一体化国防动员计划的寻求

(1947 ～ 1948)》 , 《公共历史学家》 (Robert Cuf f ,

“Ferdinand Eberstadt , the National Secu ri ty Resou rces

Board , and the Search for Integ rated M obi lization Plan-

ning , 1947 ～ 1948 , ” The P ublic H istor ian)第 7 卷

(1985年秋季号),第 41页;《福莱斯特尔日记》 , 第 163

页 ,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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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姆·艾利森 、格里高利·特雷沃顿编:《对美国安全

的再思考:走出冷战 ,走向世界新秩序》(G raham Alli-

son and G regory F.Treverton , eds., Rethinking Amer-

ica' sS ecuri ty:B eyond Cold War to a New Wor ld Or-

der),纽约:W.W.诺顿 1992年版 ,第 94～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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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尔金:《破碎的和平》 ,第 194页。

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 377页。



它可以扩展到等同于全部国家政策的程度 。” ①

“国家安全”理念是在二战后期以来的“军种

战争”和关于国防体制的大讨论中被促生的 , 《埃

伯斯塔特报告》在这个理念的塑造和传播中作用

突出。在此之后 ,随着有关苏联的意图和政策的

更清晰的战略判断的做出 ,特别是经过凯南的遏

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 “国家安全”成为

一种“统御性理念”(commanding idea),一种“教

义”(doct rine)和“符咒”(gospel);②或者如霍根

所说 ,成为一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 。作为理念

和意识形态 , “国家安全”有其认知的基础 ,即对

现实的映射 、认识和判断。

在战后初期 , “国家安全”理念的认知基础是

对“总体战”的认知 。自二战爆发以来 ,美国军

界 、政府 、学界和新闻界都出现了大量的对总体

战的讨论 ,将其作为影响美国生存状态 、改变美

国和世界关系的重大事态 。它们看到了现代总

体战的军事技术特性 ,即“战争的机械化”或者

“战争的工业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快速 、远程的投

放能力和空前巨大的杀伤力 、破坏力。③ 核武器

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国家安全精英”对总

体战的认知和危机感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论

证正是基于对“总体战”的认知 ,基于对其“速度

和破坏力的革命性因素”的认知 。它强调“美国

的战后体制必须认识和反映变化了的条件” ,而

这种“变化了的条件” ,一言以蔽之 ,就是“总体

战” :“现代战争将交战国全部的资源投入冲突之

中 ,陆 、海 、空军只不过处于国家力量的金字塔的

顶端。它的物质基础在于其农田 、森林和矿山 ,

在于工厂 、发电站和交通运输系统 ,在于管理 、技

术和劳动的能力。”“总体战”“要求与我们对人

力 、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全部力量的统御相适应的

组织形式” 。④ 这样 ,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

决定了“国家安全”理念的综合性特征 ,而“国家

安全”理念的综合性特征决定并反映了“国家安

全国家”之组织集中化和全面动员的特性和机

理 。在冷战尚未展开之时 ,在美国尚未最终明确

谁将是未来“总体战”中的对手之时 ,美国已经依

据在二战中获得的对“总体战”的认知来考量和

决定其基本国策了 。或者说 ,以“全球遏制”为核

心的冷战“大战略”中一个关键部分即关于内部

体制的部分已经初告形成。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 , “国家安全”理念有了

进一步的演化和扩充 ,而这一“演进和扩充”是与

冷战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关联在一起的 。在以《埃

伯斯塔特报告》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安全”理念

中 ,着眼点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 ,基本逻辑是一

种从“总体战”的军事技术的和物质的特性出发 ,

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推展到非军事领域的逻辑。

在冷战初期 ,美国人对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估计很高 ,这也强化着这个逻辑 ,1950年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 68号文件(NSC 68)就突出反映

了这种情况。随着冷战的加剧和欧亚大陆战略

平衡局面的形成 ,以及核武器对战争意愿的抑制

作用的凸显和增强 ,对美苏之间全面战争的准备

不再是美国冷战战略思维的唯一内容 ,美国人越

来越倾向于认为冷战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美苏

之间在社会体制的优越性上的竞争。由此 ,冷战

的非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特性被进一步突出和

强化 ,冷战的文化和社会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抑

或可以说 ,正因为冷战是“冷”的 ,这场冲突和竞

争中的非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更被加强了 , “总体

冷战”呈现出不同于“总体战”的 、超越“总体战”

的特性。这个过程也就是“国家安全”理念的内

涵不断扩充的过程 ,美国人愈来愈倾向于超越

“实体安全”(phy sical securi ty),以维护美国的

“核心价值”(co re values)来界定其 “国家安

全” 。⑤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表现是 , “政治

战”和“心理战”之类的“非军事战争形态”的重要

性不断上升 ,意识形态的斗争即“争取心灵和头

脑的竞争”走向冷战“战场”的中心地带。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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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 ,对美国国家安全组织体制予以

全面考察的参议员亨利 ·杰克逊已经可以提出

对“总体冷战”的一个完备表述:“这场竞争是总

体的———它是军事的 、经济的 、科学的 、政治的 、

外交的 、文化的和道德的”。①

“国家安全”在冷战扩张和深化的过程中成

了一个概念箩筐。1940年代末到 1950 年代初 ,

在国内冷战恐慌的气氛下 , “内部安全”(internal

securi ty)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出现;②而在美

国构筑冷战国际同盟体系 、实施对外军事援助的

过程中 , “共同安全”(mutual securi ty)也在 1950

年代初成了一个新的政策和制度标签 。由此“国

家安全”观念又有了两个新的附属物 。

1950年代末以后 ,随着美国政策体系中“全

球主义”或者说“自由国际主义”的性格的彰

显 , ③随着冷战剧烈地向第三世界扩散以至于达

成真正的“全球冷战”局面 , ④第三世界在冷战中

的地位有了突出上升 ,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被

判定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内部发展的方

向和性状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事项。到肯尼迪时期 ,“发展”和“现代化”

成为与“国家安全”理念有密切关联的政策目标

和政策理念 ,援助和发展政策更成为冷战战略的

新重点 。在这里 , “全球冷战”的逻辑强化着“总

体冷战”的逻辑;全球主义逻辑强化和扩充着“国

家安全”理念 ,“自由国际主义” ———“使民主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安全”(make the w o rld safe for

democracy)———成为对“总体战”的认知之外的

另一个塑造和扩充“国家安全”理念的基本要素 。

五　冷战初期“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

“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涉及政府体制的变

更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基本面向。就前者

而言 ,有必要指出 , “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是一

种政府职权和业务的总体扩张 ,不仅涉及新的组

织创制 ,而且包括对传统制度和职能的吸纳和改

造 。虽然“国家安全国家”的最主要 、最明显的制

度要件是联邦政府内与外交 、国防 、情报等相关

的职能部门 ,但“国家安全国家”的组织活动和运

行机理却不只涉及这些部门 ,许多在传统的 、常

规的原则下看似与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无关的

部门也或多或少被牵涉到“国家安全”标号下的

政府活动中。所以 ,把“国家安全国家”看做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 、国务院 、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等机

构的总合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就后者而言 , “国

家安全国家”不仅涉及政府组织制度的创制和变

更 ,而且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总体

冷战”观念不断深化 、“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战

略目标不断扩张的过程 ,也是“国家安全国家”创

制向政府和公共部门以外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

共领域的权力渗透过程 ,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

立广泛的连接纽带 、以达成更大程度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的过程。

用阿隆·弗雷德伯格的概念来说 , “国家安

全国家”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创制”(pow er-crea-

ting)机制 ,包括旨在提高国家对国内财政资源

的提取能力 ,动员人力以获得兵源和政府公职人

员 、动员产业资源以满足军备需要的政策和制

度;此外还有与知识界建立广泛的制度和非制度

纽带 ,动员和利用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 ,以满足

“总体冷战”斗争的多方面需要。⑤ “权力创制”

的需要造成国家组织体制方面的变动和新设机

构的产生 ,扩大了政府机构对非政府部门施加行

政权力的能力 ,同时也促使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建

立各种制度的甚至非正式的纽带 。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受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

和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制 , “国家安全国家”

的演进并不是一个无限制扩张的过程 ,其间也有

波动起伏 。在具有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竞争

性民主制度的国内政治条件下 ,内部的政治 、经

济条件会对战争动员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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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亨利·杰克逊:《主要问题》(Henry Jackson , “ Major

Prob lem s”),杰克逊主编:《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 3页。

如 1949年夏开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内部安全跨

部委员会”(In 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

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 ～ 美国现代化理论兴

起的历史透视》 ,《美国研究》2007年第 1期 ,第 39 ～ 47

页。

文安立:《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

形成》(Odd Arne Westad , The Global Co ld War :Third

Wor ld Interven tions and the Making o f Our Times),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阿隆·弗雷德伯格:《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

国家主义及其大战略》 (Aaron L.Friedberg , In the

S hadow of Ga rri son State:A merica' s A nti-S tat ism

and It s Grand S trateg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 2000年版 ,第 62～ 66 页;《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

堡垒国家 ?》 , 《国际安全》 (Aaron Friedb erg , “ Why

didn' t the Uni ted S tates Becom e a Garrison State ?” In-

ternation al Secu ri ty)第 16卷(1992春季号),第 134 ～

135页。



社会的制衡力量会对政府“权力创制”的冲动构

成持续的抑制 。这样 ,正如弗雷德伯格所指出

的 ,受到掣肘的美国宪政国家只能在诸多限制性

因素之下制定有限的 、其扩张性被大打折扣的

“权力创制”机制。

二战以前美国动员国内产业资源以满足军

事需要的能力相对薄弱 , 《埃伯斯塔特报告》和

1947年《国家安全法》确立经济动员体制由文职

部门控制和多部门协调的原则 ,建立了国家安全

资源委员会 ,负责政府产业动员政策的协调统

筹 。但该机构职权界定不清 ,仅有协调功能而无

行政权力 ,且被总统担心损害其特权 ,导致运作

低效乏力 ,终于在 1950年解体 ,其权力被划归新

成立的 “国防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M obi lization)。①朝鲜战争以前 ,产业动员的机

制停留于纸面作业 ,并没有建立起来 。朝鲜战争

扭转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复原”(demobilizat ion)

状态 ,加速了美国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的努力 ,

并导致国内民意对高军费开支的总体支持 。在

这种情况下 ,工业动员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重大

转变 ,即从起初的主要针对克服军事物资供应的

短缺瓶颈 ,在可能爆发战争的短期预期下为军队

提供武器和装备 ,转变为一种超越单纯的军事后

勤观念的 、更具长期性的 、更广泛的目标 ,力求从

根本上扩张美国工业生产的能力 ,以便为美国的

武装力量奠定充实的经济物质基础。为此国防

动员办公室曾一度设立产业计划体制 ,对 200多

个行业确立生产指标体系 ,并设定相应的税收鼓

励措施 ,以促进私人企业对薄弱生产领域的投资

和生产 ,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杜鲁门政府任期结

束 。艾森豪威尔基于其自由企业理念而不断试

图削弱杜鲁门时期对经济的政府干预水平 ,在其

任期内逐步取消了大部分产业动员计划 ,由此至

1950年代末 ,美国终止了一度曾经尝试建立的

集中化的产业动员机制 ,同时放弃了战前少量的

军队下属的军工企业。② 但尽管如此 ,在战后高

位军费和大强度军备建设的情况下 ,形成了以政

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合同体制为主要制度工具 ,

以非集中化为特点的产业经济动员体制 。而在

巨大的军备建设中生成了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

物 ———非正式但影响力巨大的“军事 —工业复合

体” 。③

为冷战征集人力资源 、并创造冷战的国内政

治条件的努力集中于冷战初期与“普遍军事训练

体制”(Universal Mi li tary T raining , UMT)、“公

民防务”(Civil Defense)和“国内战线”(Home

Front)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之上。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在和平

时期不保持大规模常备军而仅维持一支小规模

的职业军队的传统受到挑战 ,国内出现了建立普

遍军训制度 、以此为未来“总体战”提供兵源储备

的主张和呼声④ ,杜鲁门 、马歇尔等政治家和军

界领袖都是普遍军训制度的支持者 。1947 年 6

月 ,杜鲁门总统委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提交了一

个报告 ,力主将普训制纳入国家安全规划体系之

内 ,基本内容是要求所有合格的男性公民都要接

受为期不少于 6个月的军事训练 ,以备战争来临

时大规模征兵之需。⑤ 虽然冷战前十年间民间

舆论对 UM T 支持率很高 ,但来自劳工组织 、农

业 、教育界 、教会和和平主义团体的社会力量始

终保持了对 UM T 的强大反对 ,国会始终拖延或

者回避就此举行投票 ,终于使 UMT 计划消失于

无形之中 。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新视野”(New

Look)⑥战略之后 ,美国确立了倚重核武器的战

略原则 ,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性一时大大下

降 , UMT 争议走向终结。其后美国实行选择性

兵役制 ,其军队兵源由志愿兵和义务兵共同组

成。

通过实施“公民防务”计划而构筑冷战的“国

内战线” ,是美国为冷战而对国内基层社会实施

政治动员的氛围的一项重大而持久的努力 ,较之

于军事训练和兵役制度 ,这方面发展趋势似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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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费迪南德· 埃伯斯塔特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和对一体化国防动员计划的寻求(1947 ～ 1948)》 , 第

37～ 52页。

阿隆·弗雷德伯格:《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堡垒国

家 ?》 ,第 129～ 132页;《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 ,第 199

～ 295页。

保罗·A.C.考伊斯廷南:《军事—工业复合体》(Paul

A.C.Kois tinen , “ Military ～ Indu st rial Complex”), 斯

坦利· L.库特勒主编:《美国历史词典》(Stan ley I.

Kut ler , ed.in chief , Dict ionary o f A merican H istor y),

第 3版 ,纽约:汤姆森—盖尔 2003 年版;第 376 ～ 378

页。

关于战后最初由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普遍军训制度的讨

论 ,见当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A nnals of

Amer ican Po li ti cal and S ocia l S ciences)组织的专辑

(Universal M i lit ary T raining and Nat ional Security)下

的多篇文章 ,第 241卷(1945年 9月号)。

《杜鲁门回忆录》 ,第 66～ 67页。

中文文献中通常译为“新面貌” 。



美国国内社会构成更广泛深刻的影响。如何在

一个具有反军国主义政治传统 、军事化程度很低

的国家实施对基层社会的动员 ,实现“深度国防”

(defense in Depth), ①是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安全

精英费心劳力的任务 。而在原子武器这一新的

强化“总体战”强度的因素日益突出的冷战初期 ,

通过国民教育使美国公众不至于因恐惧核武器

而退回孤立主义 ,获得公众对冷战政策的支持 ,

同时要动员 、训练 、教育公众 ,既为核战争做准

备 ,又为“公民防务”增加了新的目标和内容 。二

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建立国内社会动员的组织

机制 ,如“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

format ion , OWI)和“公民防务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 , OCD)等机构 ,战后的短暂复原中

没有解散“信息管理”和“公民教育”等方面的相

关机制 。② 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二战期间创

建的制度加以改造 ,开始强化“紧急状态管理”和

“国内战线的充分准备”的体制 ,在“防务首长办

公室”下设 “公民防务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 Planning , OCDP ,后于 1950 年 3

月转入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下)。作为对 1949

～ 1950年的危机气氛的反映 ,国会通过了《公民

防务法》(Civil Defense A ct of 1950 , Pl 81 ～

920),创设了单独的联邦公民防务管理局(Fed-

eral Civil Defense Adm inist ration , FCDA)。该

机构在 1951年开始正式运作 ,大幅度增扩了前

公民防务办公室的职责 ,全面掌管公民防务相关

的信息管理 、专业训练和公民教育计划 。③ 该机

构还精心构造与社会科学界 、媒体乃至于好莱坞

的关系 ,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公民国防的公众教

育 。它于 1952 年开始实施“警惕美国”运动

(The “Alert America” Campaign),致力于冷战

爱国主义和公民责任观念的灌输 ,并有意识地传

播核武器的后果可以控制的思想 。又实施“东河

计划”(Project East River),动员研究型大学里

的社会科学力量(特别是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

对“恐惧管理” 、“恐慌预防”和“士气监管”的手段

予以研究 ,是当时最全面的全国性民防研究 ,其

“恐惧管理”的理论又被整合到“警惕美国”运动

之中。④公民防务计划由联邦政府向下延伸 ,到

1951年各州政府内都建立了相应的常设民防管

理机构 ,有些州(如田纳西)还通过了关于公民防

务的州立法。政府部门更着力将民防机制延伸

到社区层面 ,到 1950年代前期 , FCDA 成功地通

过社区层面的民防机构对人口中的相当大的部

分(特别是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居民)实施了动

员。⑤ 此外 ,作为推行公民防务的一个部分 ,联

邦政府还积极推动公立教育机构以制度化方式

开展国防教育 ,最终在 1958 年促成《国防教育

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 ct of 1958)

的通过。⑥

如果说“公民防务”和“国内阵线”意味着冷

战的非军事内容在国内的体现 ,那么“心理战”和

“政治战”就代表了心理 、精神和观念的冷战在美

国境外的实施。而这两方面在理念和制度上也

经常是重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

期 ,美国出现了诸多用以指称超越单纯军事意义

的 ,与人类精神 、文化 、心理和意识形态相关的

“战争”形式的术语 ,如“观念战争”(the w ar o f i-

deas)、“争取心灵和头脑的战斗” (bat t le fo r

hear ts and minds)、“争取人类精神和意愿的斗

争”(strugg le for the minds and w ills of men)、

“思想战争”(thought w ar)、“意识形态战争”(i-

deolog ical w arfare)、“神经战”(nerve w 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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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国防”观念起源于二战时期 ,系指“从各个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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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美国的国内战线动员 ,

国家扩张和公民防务(1946～ 1963)》 ,第 68 、89 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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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评论》(Clinton L.Rossiter , “C onst itutional Dic-

tatorship in the Atomic Age , ” The Review o f Po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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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A代表原子 , B代表炸弹: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公

民防务》 , 《美国历史杂志》(J oAnne Brow n , “`A Is for

Atom , B is for Bomb' :Civil Defens e in American Pub-

li c Education , 1948～ 1963 , ” The Journa l o f A merican

H istory)第 75卷(1988年 6月号),第 69页。

④　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 ,第 8～ 77 、103～ 135页。

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 ,第 150～ 193页;简· 安·

库什玛:《为灾难做准备:紧急管理计划的执行》(Jane

Ann Kushma , “Preparing for Disaster:Implemen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s”),德克萨斯大学阿

林顿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关于民防计划在

州层面执行的一些情况 ,可参见当时纽约州民防委员

会主任的一篇文章 , 劳伦斯· 威尔金森:《公民防务问

题》 ,《政治科学院通报》(Law rence Wilkin son , “ Prob-

lem s of Civil Defense , ” P roceedings o f the A cademy

o f Po li ti cal S cience)第 24卷(1951年 1月号)。

关于战后美国在公立教育中推行公民国防的情况 , 参

见:乔安尼·布朗:《“A 代表原子 , B代表炸弹:美国公

共教育中的公民防务》 ,第 68～ 90页。



“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 ruth)、“教义战争”

(doct rinal w arfare)、语词战争(war of w o rds)等

等 ,最终 , “心理战”(psycholo gical w arfa re)和

“政治战”(political wa rfare)两个术语成为更强

势的术语标签。① “心理战”的实质含义与“宣

传”略同 ,但美国人忌讳这个已经与纳粹和“共产

党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词 ,而多取“信息”(in-

format 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之义 。最

初 ,冷战斗争的各种非军事手段 ,包括秘密行动 、

贸易和经济援助 、武力威胁 、文化和教育交流项

目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心理战”的概念下

加以考虑。② 与“心理战”的综合性特征密切相

关 ,杜鲁门时期“心理战”的制度安排也体现出多

机构参与的特征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际新闻署

(Interna 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 ration ,

IIA)、技术合作署 、共同安全署 、国务院 、国防部 、

中央情报局等均介入其中。1951年春 ,杜鲁门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心理战略委员会(Psy-

cholo gical St rategy Board),由副国务卿 、副国防

部长 、中央情报局长组成 ,并设一个全职的主任

和工作班子 ,专门负责心理战略的开发和协调 ,

成为“一种规划和监督冷战的总参谋部” 。心理

战略委员会主任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显示了

“心理战”的重要性。③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初

期 ,对心理战略的重视有增无减。1953 年 9月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建立“行动协调委员会”

(Operation Coo rdinating Board),以取代先前的

心理战略委员会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

“心理战”相关政策和行动的协调 ,将“心理[战]

因素注入[美国政府]的所有行动领域” 。同年设

立美国新闻署(U.S.Info rmation Agency ,

USIA),将杜鲁门时期存在于各机构的对外宣传

业务纳入其中。④ 为避免“ informat ion agency”

的称谓在海外引发该组织和情报机构的联想 ,其

在海外的机构被冠名为“美国新闻服务局”(U.

S.Info rmation Service , USIS)。⑤

有系统的对外援助也是战后美国在“国家安

全”理念下新生的政策领域 ,为此联邦行政机构

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建设 。外援机构设置的沿革

变迁十分复杂 ,显示了外援政策多重目标之间的

冲突和平衡 。⑥ 1947 年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

以及马歇尔计划开启了战后经济援助的政策实

践 ,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法》(European Eco-

nomic Coope rative Act)把此前分散管理 、临时

性的对外援助计划纳入该法案下新成立的经济

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cy)的统一

管辖之下 ,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系统性和

制度化程度。1949年 10月通过的《共同防御援

助法》(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又称《军

援法》),授权国务院指导军援计划的实施并掌握

经费的分配 ,同时成立了一个由国务院 、国防部

和经济合作署首长组成的外援政策协调委员会 ,

以协调外交政策和援助政策以及军事援助和经

济援助。⑦ 1950年 6月 ,关于对欠发达国家和地

区进行援助的《国际开发法》(Interna tional De-

velopment Act)通过 ,10月又据该法在国务院内

成立了技术合作署(Techno logical Cooperation

Adm inist ra tion),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最初以拉

美为主)提供技术援助。作为进一步强化军事援

助和加强援助计划间的协调的步骤 , 1951 年 10

月通过了《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 ty Act of

1951),设共同安全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取代经济合作署 ,以统一管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

助(其中军事援助与国防部共管)。艾森豪威尔

入主白宫后很快对援助机构进行改组 ,于 1953

年 8月将共同安全署和技术合作署合并为独立

于国务院的对外业务署(Fo reign Operation Ad-

minist ration),1954年又将对外业务署改组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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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肯尼斯·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美国在“自由世界”的

宣传(1953～ 1960)》 ,第 11～ 12页。

肯尼斯·奥斯古德:《心灵和头脑:非常规冷战》 ,《冷战

研究杂志》(Kenneth A.Osgood , “ Hearts and Mind s:

Th e Unconventional Cold War , ” Journa lo f Cold War

S tud ies)第 4卷(2002年春季号),第 85～ 88页。

斯坦利· L.福尔克:《杜鲁门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

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 《政治学季刊》 (S tanley L.

Falk , “Th e Nation al S ecu rity Council Under T ruman ,

Eisenhow er , and Kennedy , ” Po li ti cal S cience Quar ter-

ly)第 79卷(1963年 9月号),第 416页。

关于行动协调委员会和美国新闻署创建的过程及其与

“心理战”的关联 ,参见: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美国在

“自由世界”的宣传(1953～ 1960)》 ,第 70～ 83页。

奥斯古德:《总体冷战》 ,第 78～ 79页。

摩根索曾区别出六种目标不同的外援:人道主义外援 、

基本生存外援 、军事外援 、贿赂性外援、威望外援和经

济发展外援。汉斯·摩根索:《对外援助的政治理论》 ,

《美国政治学评论》(Hans M orgenthau , “ A Poli ti cal

Th eory of Foreign Aid , ” Amer ican Poli t ica l S cience

Review)第 56卷(1962年 6月号),第 301～ 309页。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行政管理》(The

Brookings In sti tu tion , Ad min ist rat ive A spects o f Unit-

ed S tates Foreig n Assistance Pro grams),华盛顿:美国

政府印刷局 1957年版 ,第 5～ 6页。



务院属下的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Administ ra tion)。此后外援机构设置相对

稳定 ,直至 1961年《国际发展法》(Act for I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设立国际发展署(A gency

for Internat ional Development , USA ID)。①

对知识和学术资源予以深入广泛的动员和

利用 ,是自二战以来愈来愈受重视的政策和制度

目标。二战前美国缺乏国家赞助科学研究的制

度体制 ,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投入很少 ,而且大多

集中于农业领域。科学共同体维持着相对于政

府的独立自持的状态 。二战期间科学界在参与

各项战争努力的过程中 ,科学家和工程师(特别

是原子科学和电讯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和威望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此

前基本上处于分立状态的关系 ,开启了“科学的

政治化”进程 。② 当时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

(Office of Scient 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 OSRD)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二战后至

1950年 ,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 f Navy Re-

search ,ONR)在政府与科学的关系中占有特殊

地位 ,一度成为“联邦政府赞助学院科学研究的

主要机构” 。联邦政府通过于 ONR渠道大规模

地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既帮助“纯粹为了

增长知识”的研究工作 ,又帮助“具有潜在应用价

值”的项目。更重要的是 ,通过 ONR的运作 ,联

邦政府形成了一套赞助大学研究的管理机制 ,延

续至整个冷战时期 。与此同时 ,杜鲁门政府建立

了科学技术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 fic and

Technical Mobilizat ion),掌管基础科学研究项

目 。1950年 , ONR的研究转向军事技术方面 ,

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开始接管资助基础研究的任

务 。③ NSF 并不拥有明确的职权和专职人员配

备 ,并没有制订统一的关于国家科学发展的全面

规划。政府流向工业和大学的基金是通过一系

列复杂的机构和机制来运行的 ,以“多元并立和

松散协调型”或者是“分散多元型”为特征 。④ 其

中 1947年 1月正式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U.S.

A 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持下建立的国家

实验室(national laboratory)体系尤为重要 ,它

为冷战时代美国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

度平台 。⑤ 经过战后初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

实践活动 ,国家安全国家向科学提供“财政的 、制

度的 、政治的和道义的支持” ,科学和国家之间出

现了庞大坚实的“灰色地带” , “冷战政治成为决

定科学的内容 、方法和意义的一个因素” 。⑥ 另

外一个反映冷战国家对科学的巨大影响的事项

的 ,是作为战后美国科学的主要潮流之一的“大

科学”(Big Science)的制度和运作模式;对于它

的兴起 ,如果离开“国家安全国家”的因素 ,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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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Vernon W.Rut tan ,Un ited S tates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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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n A id),巴尔的摩: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 第 39 ～ 41 、50 ～ 51 、55 ～ 58 、62 ～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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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至关重要的关系 , 及其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 ,《公

共管理评论》(H .Henry Lambright , “Government and

Science:A Troubled , Critical Relationship and What

can b e Done about It , ” Publ ic Ad min ist rat ion R e-

view)第 68卷(2008年 1～ 2月号),第 5～ 7页。

哈维·M .萨波尔斯基:《科学和海军:海军研究办公室

的历史》(H arvey M.Sapolsky , S cience an d the Navy :

The H istory o f th e O f f ice o f Naval R esearch), 普林

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6页 ,第 37～

38页 ,第 77页;阿隆· 弗雷德伯格:《科学 、冷战与美

国的国家》 ,《外交史》(Aaron L.Friedberg , “ S cience ,

the Cold War , and the American State , ” D iplomat ic

Histor y)第 20卷(1996年冬季号),第 108～ 109页。

弗雷德伯格:《科学 、冷战与美国的国家》 ,第 108～ 109

页。类似题旨的讨论 ,另见:弗雷德伯格:《美国和冷战

军备竞赛》(Aaron L.Friedberg , “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Cold War Arm Race”),文安立编:《考察冷战:

路径 、解释和理论》(Odd Arne Wes tad(ed.), R eview

The Co ld War :A pp roaches, Interpretat ions , Theory),

伦敦:弗兰克·卡斯 2000年版 ,第 207～ 231页。

至 1952 年 , 国家实验室体系包括位于阿尔贡(A r-

g on ne)、伯克利 、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洛斯阿拉

莫斯 、橡树岭(Oak Ridge)和利佛摩尔(Livermore)6处

国家实验室。其研究不仅涉及核科学, 也涉及物理学

和生物学领域里的基础性研究 ,见:J.L.海尔布隆:《美

国的国家实验室体系(1947～ 1962)》(J.L.H eilb ron ,

“ T he Nat ional Lab oratory Sys tem in the Uni ted

States , 1947～ 196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

论文(1999年)。

马克·索洛维:《引言———冷战时期的科学和国家:模

糊的边界和有争议的遗产》 ,第 166 、168页。关于战后

科学和公共政策的全面讨论 , 见:玛格丽特 ·罗西特:

《二战后的科学和公共政策》 ,《奥西里斯》(Marga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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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理解。①

冷战深刻影响了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形态 ,

“国家安全国家”与学院学术之间产生巨大的“灰

色地带” ———就此而言 ,社会科学绝不亚于自然

科学。“国家安全国家”创生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

个专业化社会科学知识渗入国家政治领域 , “社

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观念在军事和对外

政策领域里发挥作用的过程 。本节所述产业动

员 、心理战 、公民防务 、对外援助等方面 ,均有社

会科学家的参与和影响。二战以前 ,德国“纯粹

科学”(pure science)观念对美国社会科学有深

刻影响 ,在社会统计 、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以外 ,

政府和大学联合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很少 。

战争期间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 、社会学

家 、社会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大批加入情报部

门 ,以从事敌情研究为参与战争的主要方式 。②

战后 ,与国家动员产业界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的制度方式一样 ,社会科学领域也没有建立集中

化的 、自上而下的组织体制 ,而是主要通过政府

合同体制对大学和民间智库注入资金 ,对社会科

学予以动员和利用 ,在此基础上迅速形成大型社

会科学研究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机构的局面 。

与此同时 ,大学 、基金会 、民间智库和政府(及其

下属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广泛复杂的沟通合作

网络和频繁的人员交流机制 。“国家安全国家”

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决定

性”的影响 ,社会科学的“制度建设 、文本 、方法论

和知识体系这些被认为是学术事业的基本要素

的东西”均为冷战的国家目标所深刻塑造 。③ 战

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三大潮流 ,即行为主义(“行为

科学”)的蔓延 、发展(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地区

研究(area studies)和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学术体制的确立 ,均与“国家安全国家”

密切相关。④ 一些重要的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 ,均因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而得以建立和发

展 。例如 , 美国最早的从事 “政策相关研究”

(policy-related research)的大学国际研究机构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中心 ,就是国务院和中央

情报局的心理战研究项目“特洛伊计划”(Pro 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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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科学”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关系 ,参见:彼得·

加里森 、布鲁斯·希夫里编:《大科学:大规模研究的发

展》(Peter Galison and Bru ce Hevly , B ig S cienc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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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罗纳德 · C.托比:《评论:国家安

全国家中的大科学》 ,《美国史评论》(Ronald C.Tobey ,

“Review:Big S cience in the National S ecu ri ty State , ”

Reviews in A merican Histor y)第 12卷(1984年 3 月

号),第 135～ 138页。

伊丽莎白· T.克劳福德 、阿尔伯特·D.比德尔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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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共同体与美苏关系:研究分析处及其遗产 ,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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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 omm unity and Uni ted S tates —S ovie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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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egacy , 1941～ 194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学位论文(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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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toper Simp son , “ Universiti es , Em pire , and the

Produ ction of Know ledge:An Int roduction”),辛普森

编:《大学与帝国:冷战中的金钱与社会科学》[ Chris-

toper Simpson(ed.), Un iver sit ies and Emp ire:Money

and S ocia l S 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纽约:新出

版社 1998年版 ,第 xii页。

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 ,可分别参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

员会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小组委员会:《行为科学与国

家安全 ,第四号报告》(Subcommittee on Internat ional

Organizat ions and Movement of the H ouse Commit tee

on Foreign Af fairs , Beh aviora l S ciences and Th e Na-

t ional S ecur ity , Report No.4),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

局 1966年印行 , 第 1R～ 10R页;路易斯·默顿:《国家

安全与地区研究:对冷战的知识反应》 , 《高等教育杂

志》(Louis Morton , “National Secu ri ty and Area S t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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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ise:A Cha pter in the Enclosure o f Amer ican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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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页;布鲁斯·卡明斯:《边界错置:冷战中和冷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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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Nils Gilman , Man-

da rin so f the F uture:Mod ern izat 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 ica),巴尔的摩: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出

版社 2003年版。



Troy)的直接产物。①

曾有人称:“如果说一战可以被认为是化学

家的战争 ,二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那么 ,第

三次世界大战就大有理由被看成社会科学家的

战争。”这话不无道理。在冷战的启动和行进中 ,

美国如何做出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基

本判断 ,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 ,如何制

定和实施冷战的“大战略”和局部政策 ,如何在冷

战政治中动员和吸纳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资源 ,如

何达成符合冷战需要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全民共

识 ,美国冷战的这些方方面面 ,如果脱离开从事

“政策导向的研究” 、为“国家安全国家”提供政策

思想和建议的社会科学家 ,是无法理解的。“军

事 —学术复合体” (mili tary-intellectual com-

plex)成为“国家安全国家”的连体物 。② 国家动

员社会科学的机制又改变着“国家安全国家”自

身的人员构成 。1950年代中期以后 ,先前“国家

安全精英”主要来自具有商界背景的人员的情况

有了重大改变 , “在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的

人”成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基干力量 。这些人不

仅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的主体 ,他们还进入了冷

战的政治史;而美国的冷战史不仅是一部由政治

家 、军人和外交官主导的外交史和政治史 ,也是

一部知识史或者思想史 ———学术精英和社会科

学家是其中的要角 。

六　“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初期的演变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意义 , 《埃伯

斯塔特报告》将其设计为国家安全组织结构的

“基石” ,研究对外政策决策体制的学者称其为

“有史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内阁层级上为政策协

调而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努力” 、“美国政府外

交和安全政策制定最为重要的正式制度” 。③ 而

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 ·卡特勒则在

1956年称:“位于政府顶端这个新机构的稳固建

立和有效运作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当代现

象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国家”的庞大

工程群组中的核心设施 ,或者说是它最明显的标

志性建筑。它标示了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

个突出现象 ,即“国家安全”成为一种“高位政治”

(high poli tics)⑤ ,在政治生活中占居了首要的 、

中心的 、统御的地位。它也最集中 、最全面地体

现了“总体冷战”的律令 ,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

自身的集中化和综合特性 ,体现了为因应“总体

冷战”而“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上对部门观点予以

协调和整合的某种正式机制的必要性”⑥。国家

安全委员会不只是一个机构 ,而且也是一个枢纽

性体制 ,是一组勾连了联邦政府各个分支机构和

多个政策领域的组织机制。

然而 ,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细致考察显示 ,

即使我们可以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看做“国家安全

国家”的中枢 ,却并不能把它理解为“国家安全国

家”的顶端———而这是一个通常容易产生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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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其原因往往在于高估美国政府高层的制度化

程度。“国家安全国家”的顶端并不是国家安全

委员会 ,而是在冷战时期迅速扩张 、具有内在的

非制度化因素和高度个人化特性的总统权 。毋

宁说它是总统权自身在国家安全领域运行的一

个机制 ,或者说是总统权控制“国家安全国家”的

一个制度工具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与“帝王

式总统权”的演进是纠结在一起的。

《埃伯斯塔特报告》出台后 ,对于通过这样一

个机构达成外交和军事决策过程和行动的有效

协调 ,并没有明显的争议。但是 ,就它在决策程

序中的性质和具体作用及其与总统权的关系 ,在

总统及其幕僚班底 、军事部门 、国务院等行政机

构以及国会之间 ,却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国

家安全委员会最初的运作中 ,总统权与实力暴然

增长的军事机构的竞争是一个突出的因素 。杜

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

的初期 ,有一两个成员曾经想按照英国的式样把

它变为高级执行内阁 。福莱斯特尔和约翰逊部

长就试图对行政秘书施加压力。他们要它僭取

监督政府其他部门的大权 ,并且监督委员会将所

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①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

之初 ,对总统而言不啻为一匹有待驯服的烈马。

对这个机构最主要的倡导者福莱斯特尔和

埃伯斯塔特来说 ,基于对罗斯福时期总统在外交

和国防决策上绕过正式制度程序而导致严重的

“行政混乱”的不满 ,以正式的 、制度化的组织程

序框定总统决策行为 ,以某种决策集体化机制限

制总统权 ,是一个隐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议

当中的目标。由是之故 ,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被谑

称为“福莱斯特尔的报复”———强调程序化 、制度

化的官僚机构对专擅的总统权的报复。② 在福

莱斯特尔等人关于 NSC 的概念中 ,英国战时内

阁体制即“帝国国防委员会”(Brit ish Commit tee

of Imperial Defense)是一个范本 ,而国家安全委

员会就是某种战争内阁 。③ 《埃伯斯塔特报告》

中对 NSC 职责的用语是“制定和协调政治和军

事领域里的总体政策”④ ,暗含总统的权责要归

于这个机构或者与这个机构分享的意味 。杜鲁

门是因前任突然亡故而上台的 ,对于这样一个

“事故总统”(accidental President)缺乏对外政策

经验的担心 ,以及那些“有经验的人”分享更多的

决策权力的企图 ,也是促使福莱斯特尔等属意于

推动设立 NSC 的一个动机。所以不难理解 ,对

维护总统权力极为敏感的杜鲁门总统起初对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并不热心 ,甚至疑虑重重。

他在 1945年 12月 19日向国会提交的改组方案

中 ,并不包含《埃伯斯塔特报告》中强烈提议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当时作为总统班底的预算局

(Bureau of Budget)以及国务卿马歇尔等人也对

NSC持怀疑态度 ,担心如赋予其法定政策权力 ,

则势必削弱总统在决策程序中的地位 。在此后

《国家安全法》的起草过程中 ,有关 NSC 的内容

和军事机构的问题一样 ,也充满争议和妥协 。杜

鲁门最后接受 NSC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换取海

军方面支持武装力量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做出

的一个妥协。总统及其班底想让它成为一个纯

粹的咨议机构 ,没有法定权威性职能 ,其附属办

事机构由总统任命。结果 ,在最终通过的《国家

安全法》文本中 ,并没有规定其为决策机构 ,而是

突出咨议性职能。除了对其法定成员的明确规

定外 ,关于 NSC 的地位和职责的用语相当含

糊⑤,而这显然是反映了白宫方面要求的刻意之

举。⑥ NSC与国会的关系是独特的:与总统行政

办公室的其他机构不同 ,它不向国会报告 ,其班

底完全由总统任命而不需国会批准。

《国家安全法》难以消弭关于 NSC性质和功

能的认识分歧 ,总统和国防官僚集团之间的竞争

在 NSC运行的初期就展开了。向来作风高调强

势 、于 1947年就任防务首长的福莱斯特尔力求

·8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 ,第 74页。

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 ,第 147 ～

148页;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 ～

1947)》 ,第 369～ 370页。

哈蒙德:《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解释和评估》 ,第 899页。

《埃伯斯塔特报告》 ,第 7页。

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用语是:“就与国家安全相关

的内政 、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统筹向总统提出建议 , 以使

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机构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上

更有效地协作” ,为此 NSC“就与美国的实际和潜在的

军事力量相关的目标 、义务和危险予以评估和研判, 并

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各部署机构的共同利益予以

考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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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杂志》(Anna Kasten Nelson , “President Trum 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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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军事部门在 NSC 内掌握更多的权力 ,意图把

NSC与“国家军事机构”在实际上混同起来 ,使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NSC S taf f)尽可能与防

务首长办公室合为一体 。他还主张总统不必经

常出席 NSC会议 ,而由防务首长主持其日常运

行 。但在另一方面 , 总统和预算局则力求将

NSC定位于一种咨议性角色 ,防止其演变为一

个掌握实际决策和执行权力的“运作实体” ,建议

在总统缺席时由国务卿主持 NSC 会议 。双方的

竞争还表现在 NSC 的办公地点上 ,福莱斯特尔

想把 NSC 的办公地点放在五角大楼 ,以便于使

NSC体制与国防体制合而为一 。而代表总统意

愿的预算局和白宫办公厅则成功地排除干扰 ,最

终将其置于白宫旁侧的老国务院大楼内 ,与总统

行政办公室的其他部分连为一体。此中防止军

事部门对 NSC 影响力过大的意图昭然可见 。①

杜鲁门维护其总统特权的决心及其个人性

格在对 NSC 运作方式的塑造中发挥了突出作

用 。在 1947年 9月 2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 ,杜鲁门就告诫与会者:这是“我的委员

会” ,每一个成员都不要在其中有任何充当“首席

女高音”的做法 ,迫使福莱斯特尔当场表示他理

解 NSC 是属于总统的咨议机构 。② 总统控制

NSC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抑制 NSC的作用 ,包括

少举行会议 ,他本人尽量少出席 NSC会议 ,以此

造成决策出自总统而非 NSC 的例规。在 1947

年 9月 26日第一次 NSC 会议之后 10个月里 ,

他再也没有出席第二次;而此后在朝鲜战争爆发

前 ,在 56 次 NSC 会议中他只参加了其中的 11

次 。③ 而 NSC会议最初均安排在白宫的内阁会

议室(Cabinet Room)举行 。杜鲁门还通过在

NSC内厚此薄彼的方式确保 NSC 按照自己的

意愿运作 。在 1949年 8月副总统加入 NSC前 ,

杜鲁门通常委托深为其信任和倚重的国务卿马

歇尔主持 NSC 会议 ,使后者成为 NSC实际上的

第二号人物。同时由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承

担对外政策长期计划和起草 NSC 主要文件的职

责 ,政策计划室主任凯南挂名 NSC 顾问 ,以此作

为压制与总统多有抵牾的福莱斯特尔和军事部

门的影响力的安排 。④

总统驾驭 NSC 的一个更重要途径是将

NSC办公厅作为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 ,使

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国王的人马” 。杜鲁门选用

的首任行政秘书西德尼 ·索尔斯忠实地履行了

维护总统权力的使命 ,对以后 NSC 的工作模式

产生了重要影响。索尔斯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为

总统的“亲信”和“仆从” ,以及 NSC 和各部门之

间的中立协调者 ,承担秘书和管理性质的工作 ,

着意于不让 NSC内来自个人和部门的意见和压

力干扰总统。他和 NSC 办公厅其他成员一方面

主导 NSC 工作文件的流程 ,另一方面又尽力确

保 NSC仅有咨议职能而无决策权力 ,仅行使协

调功能而不负责执行 。⑤ 由此 NSC 的办公厅实

际上成为总统直接掌握下的负责对外政策的工

作班底。

1949年年初国会负责审查国家安全组织的

胡佛委员会也指出总统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以许

多缺陷为标记” ,要求总统在执行政策之前应该

更多地在行政部门内以正式渠道寻求建议 。但

当年夏天以胡佛委员会建议为基础的国防重组对

NSC影响不大 ,只是改变了 NSC 法定成员的构

成———三军部长退出 ,而副总统进入;同时将

NSC办公厅从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既成事实

予以确认 ,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

的咨议机构 ,而不是决策机构的地位。为了协助

NSC处理具体问题 ,开始建立某些专门常设委员

会 ,如跨部情报会议和内部安全跨部委员会。⑥

朝鲜战争爆发前 ,杜鲁门着意抑制 NSC 机

制 ,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个机构没有用 , ⑦而是因

为他要防止这个新的官僚机构对自己构成掣肘。

既然经过一段时间后 ,杜鲁门已经将 NSC 变成

自己掌握下的一个方便顺手的工具 ,他就会更多

地利用它 ,提升它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 。1949

年发生“中国事变”和苏联的原子弹试爆 ,使得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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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员会的演变》 ,第 377页。

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 , 第

370页。

西德尼·索尔斯:《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 ,第 535 ～

537页。

福尔克:《杜鲁门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 ,第 407～ 408页。

关于杜鲁门对 NSC在决策体系中的政策协调和提供

咨议作用的积极看法 ,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

忆录》 ,第 72页。



鲁门感到迫切需要考虑长期政策规划问题 ,于是

指派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 ,考察

政策目标和战略计划问题 ,其产物作为“NSC68

号”文件于 1950年 4月提交给总统 。为了保障

NSC68的执行 , NSC 办公厅的地位的又有所加

强 ,规模也有所扩大。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更导致 NSC 在决策

体系中作用提升。1950年 7月 19日 ,杜鲁门给

NSC各位成员发出训令 ,表示鉴于目前的国际

形势 ,他希望在 NSC 中讨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

各项政策 ,要求所有重大的国家安全政策都要通

过 NSC 机制上达总统 ,NSC 会议增加为每周一

次 ,而且总统亲自出席 。从 1950年 6月 28日到

1953年年初其任期结束 ,国家安全委员会共举

行 71次会议 ,而总统参加了其中的 62次 。② 为

了提高 NSC会议的效率和影响力 ,杜鲁门明确

规定了 NSC会议的参会人员 ,包括五位法定成

员加上财政部长 、参联主席 、中央情报局长 ,以及

作为总统特别助理或者顾问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索尔斯。杜鲁门还重新组

织了 NSC 办公厅 ,建立了由来自国务院 、国防

部 、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财政部 、参谋长联席会

议 、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派驻代表(一般是助理

部长以上的官员)组成的高级办公机构(Senior

Staff),由 NSC 行政秘书统领其工作 。根据冷战

形势和政策演进的需要 , NSC 机制继续扩张 。

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设共同安全署 ,其署长

成为 NSC 法定成员 。1951年春 ,NSC下建立心

理战略委员会 。③

1947年《国家安全法》并没有设置后来“国

家安全顾问”的职位 ,但总统仍致力于在 NSC的

机制中制造出脱离常规官僚机构的 、作为“国王

的人马”的对外政策顾问。首任行政秘书索尔斯

实际上就部分地履行后世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

角色 ,尽管他是以很低的姿态和高度“中立”的方

式履行一种“管理性”(程序性)的职责 ,而不介入

实际政策制定 。1950年索尔斯行政秘书任职结

束后 ,旋即被总统任命为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的

“特别顾问” 。在 1946 ～ 1950年间 ,在国家安全

事务方面向总统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的还有

身份属于白宫顾问系统的克拉克 ·克利福德

(Clark Clif fo rd)。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设置更

正式也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助理职位的进程又

向前迈了一步 。1950 年 6月 ,总统任命哈里曼

为新的总统特别助理 ,其职责没有清晰界定 ,但

在朝鲜战争事务以及代表总统协调国防部长和

国务卿的活动方面发挥特别作用。所有这些安

排 ,共同构成了肯尼迪以后在决策体系中地位显

要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的制度起源。④

杜鲁门任期结束时 ,这个本与总统权大有龃

龉的新生官僚机构可以说已经被总统权“驯服”

了 ,其基本制度地位和运作模式已然被确定 。但

在美国历史上 ,每一个总统都以自己的方式和偏

好或多或少地重新塑造总统权 ,这同样表现在艾

森豪威尔总统利用 NSC 的方式上。出身职业军

人 、讲究组织规程的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就公

开批评杜鲁门政府 NSC 运作 ,表示要赋予这个

机构以关键的重要性 ,将其用作帮助总统在“高

层政策”和机密政策的制定上的主要机制 。⑤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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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执政风格及其对 NSC机制的影响 ,

见:弗雷德·格林斯坦 、理查德·伊默尔曼:《有效的国

家安全咨议:重新发现艾森豪威尔的遗产》(Fred

G reenstein and Richard Immerman , “Effective Nat ional

Security Advising:Recovering th e Eisen how er L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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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 ,第 46～ 52页;伊默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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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Richard Immerman , “Confession s of an Eisen how-

er Revisionist:An Agonizing Reapprais al , ” D iploma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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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白宫后 ,艾森豪威尔立即着手改造 NSC ,基本

方向是强化组织规范性 ,并大幅度扩展其业务范

围 。为此艾森豪威尔在 NSC 内新设了两项机

制:“计划委员会”(Planning Board ,PB)和“行动

协调委员会”(Operation Coordination Board ,

OCB)。前者对杜鲁门后期“高级办事机构”的模

式有所承续 ,由在 NSC 法定成员代表资格和列

席会议资格的各部门的助理部长一级的官员组

成 ,负责为 NSC起草重要的对外政策文件 ,其中

最重要的是一种新设的名为“基本国家安全政

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的年度评估

报告 ,旨在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纲领和宏观指

导 。OCB则由杜鲁门建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脱

胎而来 ,成员包括副国务卿 、国防部副部长 、CIA

局长等 ,其目的在于监督推动各部门执行已经制

定好的政策。首任国家安全顾问卡特勒曾打过

一个比方来形容艾森豪威尔时期有条不紊的决

策过程:如果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程序看做一个

山峰 ,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居于顶端 ,在其中的一

个政策创议通过 PB 向上流动;如果总统接受了

一个政策建议 ,则政策要顺着 OCB的一侧向下

流到个部门机构 ,由后者负责制定具体计划和执

行 。①

艾森豪威尔初期 NSC 有五个法定成员:总

统 、副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 、国防动员办公室

(ODM)主任。但他在法定成员之外又经常召集

下列众多官员参加 NSC 会议:财政部长 、预算局

长 、对外行动署署长 、裁军事务特别助理 、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中央情报局长 、对外经济政策特

别助理 、美国新闻署署长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

理及其助手 ,以及 NSC 办公厅行政秘书及其助

手 。除了以上官员 ,艾森豪威尔还会根据会议的

特定议题召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作为特别与会

者参加 NSC会议 ,包括与核武器相关的原子能

委员会主席和与内部安全相关的司法部长 ,以及

联邦民防管理局局长 、三个军种部长和军种最高

将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乃至于商务部长 。②

自然 ,与杜鲁门时期相比 ,艾森豪威尔时期 NSC

以更多的会议③、更活跃的政策讨论 、种类和数

量更多的政策文件 、更正式和制度化的工作程

序 、更广泛的与其他政府机构的联系机制为特

点 ,在咨议职能之外具有更强的正式决策和执行

功能 ,由此似乎使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决策权被

融入 NSC 正式的 、规范化的机制当中。

但是 ,事后看得更清楚的是 , “站在政策山峰

之巅”的是艾森豪威尔 ,而不是NSC④ ,尽管NSC

构成了这座山的上部。在杜鲁门奠定的基础上 ,

NSC已不对总统权构成限制和竞争关系 。而在

这种情况下强化 NSC 就是强化总统权 ,而且总

统权对常规官僚机构的抑制和规训并非荡然无

存。艾森豪威尔曾向 NSC 成员表示 ,他把 NSC

看成是一个“法人团体” ,由那些以自己的身份 、

而不是作为各自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向总统提出

建议的人组成 。他希望委员会成员“带着自己的

背景和经验 ,对国家安全问题给出最具政治家气

度的答案 ,而不是寻求仅仅代表部门立场妥协的

办法”⑤。在 NSC 内他也总是尽力使官僚机构

服从于自己的意志 ,采用的手段包括让官僚机构

(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在 NSC机制内相互竞

争 ,而自己居中实施“分而治之”和最终裁决。

NSC并没有主宰或者消解总统的决策和咨议体

系 ,其职责偏重于长期政策的研讨和规划 ,而对

外政策的日常运作却牢牢掌握在总统的手中。

实际上 ,和战后所有总统一样 ,NSC 并不是总统

咨议体系的全部 ,艾森豪威尔也有自己在 NSC

之外的非正式的咨议渠道 。⑥ 一位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研究者认为 ,艾森豪威尔是以“从白宫伸

出的一只幕后之手”在运作国家安全政策 ,国家

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厅只是这只手的两个手指

而已 。⑦

而作为使 NSC 办公厅这个手指更强有力的

措施之一 ,艾森豪威尔在 1953 年就任伊始就设

置了履行跨部门政策计划职能的“总统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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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和运行详细情况 ,见:中央情报局:《杜鲁门和艾

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史》(Cent 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Organ izat ional H istory o f the

Nationa l S ecuri ty Counci l dur in g the Truman and Ei-

senhower A dministra tion),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印行 ,

[ 无印行时间] ,第 31～ 48页。

⑤　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 ,第 452 、442页。

艾森豪威尔从就职到 1956年 1月的 3年间共举行 145

次会议 ,而整个杜鲁门政府的五年多时间仅举行 128

次。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 ,第 442页。

⑦　普拉多斯:《枢机中人》 ,第 63 、65页。

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30年的经验

教训》 ,第 153页。



事务特别助理” ①一职 。它也被授权执掌计划委

员会(PB)的工作 。艾森豪将国家安全顾问作为

政治性任命 ,为的是赋予其在与政府各机构官员

打交道时拥有更大的权威 。虽然这个不需通过

国会确认的职位当时并不十分显要② ,但此后却

成为一个势力不断增长 ,最终在基辛格和布热津

斯基时期成为一个凌越首席外交官即国务卿的

职位 。而 NSC 办公厅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

基础上 ,在肯尼迪时期成为积极介入决策过程的

“小国务院” ,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务院 。③ 就

此而言 ,艾森豪威尔时期也处在战后总统权扩张

连续性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上。

就制度创设的动机以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

尔时期实际的历史过程来看 , NSC 这一机构内

在地具有三方面的潜在功能:即作为咨议体系和

政策讨论平台的功能 、作为正式政策制定程序的

功能以及向总统提供对外政策班底的功能 。④

在 1950年以前 ,前两项功能在总体上受到抑制 ,

而 1950年以后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虽一度

得到有限度的发育 ,但始终没有使 NSC 成为以

总统为首的国家安全政策机制的全部 。相反 ,后

一项功能则处于稳定的 、连续的强化过程之中 。

而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 ,作为正式咨议机制和

决策机制的功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达到顶峰后

便趋于弱化 ,而第三项功能成为整个 NSC 最为

重要 、且处于不断强化中的功能。NSC 办公厅

存在的事实 ,其意义恐怕远远超过了 NSC 成员

的构成 。NSC办公厅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和

影响力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虽尚未如后

来那样耀眼 ,但这些年也为以后的发展趋势奠定

了一个足够坚实的基础 。就此而言 ,杜鲁门在第

一次 NSC 会议上发出的“这是我的委员会”的声

音 ,为以后 NSC的发展制定了基调。NSC 不仅

是“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个中枢制度 ,也成为总统

权扩张的一个工具 ,由此成为“国家安全国家”和

“帝王式总统权”的共同环节 。

新政和二战以来美国政治的突出趋势之一

是强势总统权的演进 ,小亚瑟·施莱辛格将其命

名为“帝王式总统权”。他认为 ,这种对美国分权

的宪政传统构成冲击和偏离的“帝王式总统权”

的主要动力来自对外政策和战争 ,是一个伴随着

冷战的现象。⑤ 小施莱辛格的讨论也揭示出 ,作

为“国家安全国家”的观念基础的“国家安全”理

念 ,实际上也是“帝王式总统权”的基本机理 ———

“为了各种目标而动用`国家安全' 的符咒……意

味着帝王式总统权从对外事务向内部事务扩

张”⑥。小施莱辛格主要是从国会和总统在外交

和国防政策的权力分配和制衡的角度考察“帝王

式总统权” ,而对 NSC 的考察显示 ,总统权对常

规官僚机构的驾驭和“驯服”也是冷战时期总统

权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情况与美国总统

权的内在特性有关 ,即它是一个“特别个人化的

制度” ,而且在美国是实际上的总统负责制而不

是英国式的内阁负责制 。⑦ 从更广泛的观点看 ,

在冷战使得决策系统的集中统筹成为必然律令

的历史条件下 ,讲究综合性 、全局性的“高层政

治”对纯粹的“技术治理”原则构成凌驾之势 ,国

家政治体系顶端的总统权享有对部门的 、局部

的 、专业化的官僚部门的内在优势 。冷战同时造

成了总统权在外交军事领域扩张的政治舆论氛

围 ,具有“反总统权”秉性的国会因素和共和党因

素也都在总体上顺应了这种趋势 。⑧ 在这种大

势之下 ,军事部门在二战和冷战初期迅速扩张的

势力被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而在外交政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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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S ta f f and the Nationa l Secur ity A ssi stan t:

Fr iend ship and Fr iction a t the Water ' s Ed ge)纽约:

绿木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31～ 34页。

关于 NSC办公厅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源流演变 ,见安德

鲁·普莱斯顿:《小国务院:麦乔治· 邦迪和国家安全

委员会办公厅(1961～ 1965)》 , 《总统研究季刊》(An-

d rew Preston , “ The Li t tle S tate Departm en t:Mc-

George Bundy and th e Nat ional Secu ri ty C ouncil Staf f ,

1961～ 1965 , ” P residen tial S tud ies Quarter ly)第 31

卷(2001年 12月号),第 635～ 641页。

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30年的经验

教训》 ,第 146～ 147页。

小亚瑟·施莱辛格:《帝王式总统权》 ,特别是第 viii～ x

页和第 163 ～ 170 、208 ～ 216页;《战争与帝王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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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和评

估》 ,第 899页;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

议:30年的经验教训》 ,第 146～ 147页;卡夫:《费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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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升的背景下常规外交部门的势力和影响却

趋于长期下降 ,也都是“帝王式总统权”的题中应

有之意 。

七　美国国家构建长期趋势中的“国家安全国家”

(一)　“国家安全国家”与 19世纪末以来美

国国家构建之趋向

“国家安全国家”须被置于 19世纪末以来美

国国家构建的长期趋向中才能得到理解。

独立以来到二战之前 ,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过

程中作用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争压力对美

国而言几乎不存在 ,其经历的规模最大 、影响最

深的战争是内战 ,非因外部威胁而起 。对美国来

说 ,战争 、军事和军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明显

弱于欧洲那些更“典型”的民族国家。孙子所谓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的古训 ,

马克斯 ·韦伯和查尔斯 ·蒂利等人关于暴力和

战争促成国家体制的集权化趋势 、“战争塑造国

家”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说 ,如用以看待 20世纪中

叶以前的美国历史 ,均不切合 。20世纪以前 ,美

国大概可以说是西方大国中最不尚武 、也最少武

人政治的一个国家。美国政治传统中对军队和

军人政治的不信任与其承自英国的传统有关;而

在后来历史演进中 ,这种思想因素在美国起作用

的程度明显超过了英国 。① 可以说 ,在美国人的

民主信念和维护民主政治的方法原则中 ,防止军

队规模和军人权力过大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这就是美国的所谓反军国主义传统 。②

这是美国国父们着力加以申述的一个主题 ,尤其

是华盛顿和杰斐逊 。③

美国政治传统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美国式

的反国家主义。这一政治传统强调公民自治和

基层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刻意限制中央政府规模

和权力 ,抑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官僚机构扩

张 ,而且在联邦政府内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两个层面上强调权力分割 。④ 又有论者以“明显

的国家缺位状态”来形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这

种独特性状。⑤ 显然 ,这种反国家主义与反军国

主义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与此相关 ,美国国家

构建和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是一种不同于大多数

欧洲国家的次序关系 ,即美国的民主化过程先于

国家机器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这造成

“国家权威 、官僚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并不享有强

势地位”的总体状况。⑥

而对外政策思想上的孤立主义同时支撑着

反军国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孤立主义的背后是

一个把民主与和平联系起来的逻辑 ,就是说平民

的 、和平的国家最有利于维护国内的民主制度 ,

反过来 ,民主国家有反对战争的内在倾向。这就

是所谓“民主和平论” 。

反军国主义 、反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三位

一体构成美国的基本政治传统 ,造就了美国国家

构建进程的独特性 。但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图景

不是单色的。美国立国以来就有所谓汉密尔顿

主义传统 ,呼吁造就强大 、积极的政府 ,也主张建

立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队和统一国防 。但联邦

党人也体认到外部压力对民主造成威胁的机理 ,

而且也反对大规模常备军 ,尊奉文官控制军队的

原则 。⑦ 总体上 ,汉密尔顿主义毋宁应当被看做

一种“抗衡力量” ,即对主导性力量构成制约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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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和矫正的非主导性力量。在 19世纪末以后曾

一度出现空前高涨的扩张主义和尚武精神 ,以及

相应扩张政府和军队的呼声 ,以老罗斯福(The-

odore Roosevelt)、伊莱休 ·鲁特(Elihu Roo t)、

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 t Lodge)和马

汉(Alfred T .Mahan)等人为代表 。美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更有了扩张国防和外交机构的动

议和努力。但一战结束后 ,美国迅速退回到孤立

主义立场 ,反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舆论氛围

也继续维持。战争期间的制度变更努力或废止

或消退 ,大多没有延续下来 。当时美国社会舆论

普遍认为 ,美国加入一战是个大错误 ,是军火商

和银行家为了私利而用欺诈手段把美国拖入了

战争。此中清晰可见的仍是那种把对外战争和

国内民主对立起来的杰斐逊式逻辑。在这种情

况下 ,战后军事力量规模迅速收缩 ,小政府模式

得以延续。1934年 ,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

员会(奈委员会 ,Nye Commit tee)调查军火工业

和一战的牵连 ,特别委员会在次年做出的结论就

持这种看法 ,这直接促成以中立法为代表的孤立

主义新高潮。①

但是 ,现代工业主义却在消蚀着反国家主义

的历史条件。作为对 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高潮

及其引起的社会失序的一种反应 ,“技术治理”思

潮伴随着进步主义运动蔚然兴起。② 它的指向

是用理性化 、技术化和专业化原则管理和控制社

会生活 ,提升技术官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反

映了现代工业主义的技术本质及其对国家政治

产生的必然效应。在新历史条件下 ,管理主义和

技术治理原则由经济和社会领域向国家政治领

域扩展 ,造成官僚化扩展的趋势 ,此中也暗含了

政府行政部门力量扩张和地位提升的趋势 。由

此美国展开了 “管理型国家” (administ rative

state或者 managerial state )———这是现代美国

官僚制国家(bureaucratic state)的别称———的

建构进程 。进步主义致力于填补“国家缺位状

态” ,主张扩大政府在公民福利和社会经济事务

中的责任和权力 ,对反国家主义传统构成背离 ,

发出了建设“新美利坚国家” (New American

State)和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先声。但是直到

1930年代 ,美国国家构建的进程是一个平缓渐

进的过程 ,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氛围并

未根本改观。

历史上重大制度变迁的发生和加速往往以大

型危机为条件。大萧条就是这样的危机。作为对

大萧条危机的反应 ,罗斯福新政和现代民主党自

由主义压倒了美国式的反国家主义 。而珍珠港事

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的危机 ,它决定性

地终结了孤立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经过第二次世

界大战 ,到冷战开启之时 ,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

义—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已经无力继续主宰

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更强劲的国家构建的历史运动:“管理型

国家” 、“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构成了它

的三个基本面向和基本内容。新政以后的现代

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在这三个方面均鲜明地代

表了国家构建的基本趋向 。虽然“国家安全国

家”与“福利国家”之间会由于“黄油和大炮”的竞

争关系而形成一些冲突 ,但从美国历史的长期趋

势看 ,三者的关系大体上是相辅相成 、趋于一致

的 ,三者共同促成战后美国的“大政府”趋势 。③

(二)　“国家安全国家”与美国政治传统:偏

离 ,还是决裂 ?

“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国家”是对美

国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 ,但也难说是决裂。“反

国家主义 —反军国主义 —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

模式让位于“国家安全”理念和全球主义战略 ,但

前者仍作为美国政治传统的延续性因素 ,或者说

作为对“国家安全”理念构成制约 、平衡和矫正作

用的“抗衡力量” ,以或直接鲜明 、或曲折隐晦的

方式发挥着作用 。观察“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和扩张的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看成这两种力量相

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过程 。大体而言 , “国家安

全”理念和全球主义的载体是新政以来形成的致

力于推动美国走向“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政

治和思想联盟 ,主要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各州的民

主党人。“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支持

者两者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而代表传统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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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的则是来自中西部和平原州 、山地州的共

和党人 ,以及老共和党进步派 、南部的民主党保

守派 ,它们杂糅洛克主义传统 、杰斐逊共和主义

传统和孤立主义传统 ,组成反对新政 、反对“大政

府”的右翼保守派阵营 。这两种力量不仅在国家

对经济的干预问题上分营对垒 ,而且在对外政策

和国防体制上也有诸多矛盾 。①

在战后初期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辩论中出现

的“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论说就体现了当

时“国家安全”理念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冲突 。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哈罗德 ·拉斯维尔在二战爆

发前著文指出 ,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以及由

此产生的永久性战争准备的压力 ,将导致民主国

家的精英构成和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深刻的变化 ,

“暴力的专家”即军人将取代“谈判的专家”即工

商业者而占居社会权威的中心;安全的紧迫性将

挤压自由的空间 ,政治生活的形态朝向更具“专

制 、政府主导 、集中化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军

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界限将被彻底打破 ,政府和军

队对人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权威将大幅度增长;

国家结构中那些不适应战争动员的部分将消亡

或者至少处于屈从和边缘地位 ,公民社会和私人

领域的观念将趋于崩溃 。总之 ,美国面临将自己

转变为适应“总体战”需要 、但严重削弱自身民主

传统的“堡垒国家”的巨大压力。②

“堡垒国家”的论说实际上确认了为“总体

战”而使国家体制向着扩张和集中化方向发展的

必然性和必要性 ,但更引人注意的 ,是它指出权

力分割 、文官控制军队 、保护私人领域等美国传

统政治原则的所面临的压力和威胁 ,是对美国反

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传统的一种曲折但有力

的申述 。在战后初期关于“复原” 、政府改组 、财

政预算 、兵役和普遍军训制(UMT)等诸多议题

的政治争论中 ,保守阵营均时常引入“堡垒国家”

论说 ,使之与哈耶克关于“集体主义”和福利国家

导致“极权主义”和“奴役”制度的论说③一道 ,成

为对抗扩张和集中化的国家构建路线的思想和

话语资源。一时之间 , “堡垒国家”成为“标号语”

(catchwo rd),广为流传 。④ 政客 、学者和民意领

袖(特别是其中的保守派)都在议论“堡垒国家”

在冷战初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国际情势下 ,

美国人是不是必须在“堡垒国家”之下生存 ,这对

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真实而迫近的问题 。可以说 ,

美国人不仅生活在对核战争的恐怖想象之中 ,而

且他们的思虑和行动还实实在在地笼罩在“堡垒

国家的阴影”之下。比如 ,当时还有人以“宪政独

裁”(consti tutional dictatorship)来表达这种焦

虑 ,认为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行政—军事独裁”

的前景已无可避免 ,只能退而求取两个目标:在

制度上 , “让独裁更有效同时更负责” ,在哲学上

创造一组“民主生存的价值” ,尽可能使独裁被置

于宪政民主的总体架构之下 。⑤

艾森豪威尔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说

法实际上也是对“堡垒国家”论说的一种呼应。

1961年 1月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离任告别演

说中郑重告诫美国人 , “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

巨型的军工产业”在美国历史上取得前所未有的

“经济 、政治乃至于精神上的”影响力 , “其不正当

权力灾难性扩大的潜在可能性”已经并将持续存

在 ,对此必须予以警惕和防范 。

然而 ,从另一方面看 , 在缔造“国家安全国

家”的过程中 ,美国历史上惯常出现的妥协和中

和的机理也在起作用。这也体现在《埃伯斯塔特

报告》中 。在某种程度上与拉斯维尔一样 ,埃伯

斯塔特这些“国家安全国家”的缔造者们也看到

国家安全组织有可能颠覆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

总体战需要下的“国家安全国家”有和民主原则

相抵牾的方面 。《报告》明确宣称维护美国民主

政治的认同 ,并尽力在“国家安全”理念与美国的

政治传统之间寻求折中。从《埃伯斯塔特报告》

开始的整个“国家安全国家”的建立和扩张的过

程 ,也是一个充满争议 、妥协和折中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 ,美国传统政治价值以及体现这些价

值的“堡垒国家”论说成为激进的“国家安全”理

念的一个滞碍因素 ,逼使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做

出让步和妥协 ,起到制约 、平衡和矫正作用 ,而这

种作用总的效应在于抑制集中化 、军事化和战争

动员的强度 ,确保限制和分割政府权力 、文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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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军队 、预算平衡和限制公共开支 、保护私人—

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主性等原则的存续。①

同时 ,正如孤立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本身在

20世纪的演进中总体上趋向弱化并实现某种转

型 ,新政派的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自 1930

年代末以来也趋于温和化 ,由此又有 20世纪中

期美国政治思想两大阵营走向中间立场和趋同

的趋势 。而这种趋同趋势不仅体现在党派政治

和总统政治上 ,也体现在塑造 、掌握和运作“国家

安全国家”的精英群体的身上。

(三)　“国家安全精英”与“自由合作主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企业家和律师

越来越多地介入政府 、军队和对外政策事务 ,他

们大多来自沿海都市地区 ,有国际商业经验和国

际视野 ,成为推动美国走向国际主义的主要力

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些人更是成群结队

地加入美国的战争努力 ,其中有不少在军需生产

和产业动员各机构中任职 ,充当政府和私人经济

部门的沟通桥梁 ,其势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 。从

最初的作为开创型人物的伊莱休 ·鲁特开始 ,列

数战后初期担任外交 、国防 、情报部门要职的人

物 ,我们可以为这一群体开列一长串名单。一个

很值得重视和进一步考察的情况是 ,正是这批人

构成战后初期的“国家安全精英”或者说“国家安

全当家人”(national securi ty managers)的基本

力量。战前拉斯维尔预见到军人地位和势力的

上升的不可避免 ,冷战初期赖特 ·米尔斯也观察

到军方的影响力空前强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挤

压外交官的地盘的趋势② ,但实际上职业军人并

没有像米尔斯说的那样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权势

集团的“嫡长兄” ,其总体的政治影响力显然不及

上述有商界背景和文职身份的“国家安全精英”群

体。与此相关 ,美国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

家” ,或者可以说 ,它大体上是拉斯维尔所称的“公

民型堡垒国家” ,而不是“军队型堡垒国家” 。③

在国际观上 ,这批“国家安全精英”一般都兼

具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 ,主张美国积极

介入海外事务并维持强大的军力。他们当中许

多人具有管理主义和技术治理论倾向 ,同时在党

派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中间色彩 ,一般持温和的

干预主义和改革理念 ,既接受和包容了进步主义

和新政的一些思想要素 ,又遵奉美国的自由企业

制度和传统的民主价值观。进一步说 ,他们所秉

持的是一种美国版的(当然是不同于意大利 、西

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合作主义④“原型”的 ,但也

对其有所吸收)合作主义 ,或者说是“自由合作主

义”(liberal corporati sm 或 corporate liberal-

ism),主张塑造团结的 、有共识的和有秩序的美

国社会和“新美利坚国家”。他们强调管理效率

和组织技术的重要性 ,其中有人特别着力于推动

政府部门充分利用商业界的管理和组织技术;他

们呼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 ,在政府 、企

业和工会之间建立有效 、充分的合作;他们主张

建立各种(包括半官方的和非正式的)沟通机制

和咨询机构 ,促进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人员和智

力资源的吸纳和利用 ,促成政府和商界 、学界之

间“进进出出的人”(in-and-outers)的大批涌

现。⑤ 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的正是福莱斯特尔

和埃伯斯塔特 ,前者是民主党保守派 ,后者则是

共和党自由派 ,他们之间的合作正是以这种“自

由合作主义”共识为基础 。

“自由合作主义”的上述各种特点和主张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特征

和机理 。而且 , “自由合作主义”也体现了 20世

纪美国国家构建的长期趋势中重要的一点:“国

家安全国家”与美国式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managerial state)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 ,

有着基本一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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